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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壇緣起
台灣政府已為新一波的大學學費調漲準備已久，2012總統大選又已結束，今年學費調漲必將再起風波。
就在過去的2011年裡，台大校長李嗣涔再次提出「不漲學費，不公不義」論：「家庭社經地位高的孩子較有機會上公立大學，他們付較少學費卻享受較好的教育資源，不漲學費不合公義」。
剛卸任的行政院長、新一任的副總統吳敦義在2011年4月於立法院才說：「今年的大學學雜費絕對不會調漲」，但不到半年9月他就改口：「會請曾志朗將問題『帶回去研究』，找時間與教育部討論，若能在合情合理前提下，找到調漲學費的基礎，也許可以『溫和』地漲學費，好讓大學順利推動校務。」
時任教育部長的吳清基立刻從善如流：「教育部擬修法鬆綁現行每學年調漲二．五％至五％的上限規定，讓大學學費可自由調整。」、「希望藉以拉近公私立學費差距。」
為了順利調漲，李嗣涔還拋出漲學費具體方案：「國立大學學雜費調高至私校水準後，預計可增加近2百億元收入，一半可留給學校運用，幫助學校改善財務，另一半可幫助弱勢學生。」
然而，你同意這些說法嗎？
每當看到這類言論，總得皺著眉頭看完。覺得他們說著一番歪理，卻不容易說清楚這類說詞問題在哪裡。這次，我們想邀請一群不同意這些說法的青年學者、學子們，舉辦一個嚴謹的論壇，各自從學費的總體理論，主流的學費論述，學費的跨國比較，對高等教育的政治經濟分析…等面相，清楚勾勒一個「反學費」的立場。並且，藉這個機會，凝聚各界反對官方方案的志士，為進一步的反學費運動、反資本主義運動做準備。
我們歡迎以下相關主題的討論：
(1)對台灣學費政策的批判，包括學雜費調整的論述、機制、公式、數額等
(2)反對學費的批判論述與國際比較
(3)高等教育的左翼政治經濟學分析，及其對運動的啟示
(4)反對教育私有化、反高學費等運動的歷史與反思
(5)其他與反對學費相關的批判論述
二、論壇議程
	時間流程
	主題
	發表人

	18:00-18:20
	反學費行動的綜合主張
（歡迎媒體採訪）
	鐘明倫（台灣師大教育系博士生）

	18:20-20:00
	反學費論文發表（自由參加）
	主持人：鐘明倫（台灣師大教育系博士生）

	
	臺灣高等教育學費論述及研究批判
	董泓志（台灣師大教育系碩士生）

	
	教育作為剝削？--馬克思主義對學費與教育費用的分析
	林柏儀（倫大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

	
	國家／資本／大學／研發的四角關係：歷史的與邏輯的批判分析
	徐文路（新竹教大環境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資本主義國家高等教育學費論述之批判：馬克思主義的 「反學費觀」
	鐘明倫（台灣師大教育系博士生）

	
	國家、市場與高等教育：學費政策對高等教育發展影響之​研究國家、市場與高等教育：學費政策對高等教育發展影響之研究研發/資本/大學/國家的四角關係〉
林柏儀（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
〈教育作為剝削？--馬克思主義對學費與教育費用的分析〉
董泓志（台灣師大教育系碩士生）
〈臺灣高等教育學費論述及研究批判〉
劉國兆 (台灣師大教育所博士候選人)
(國家、市場與高等教育：學費政策對高等教育發展影響之研究)鍾明倫（台灣師大教育系博士生）
〈高等教育學費之國際比較:成本與效益的批判性分析〉
徐文路（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研發/資本/大學/國家的四角關係〉
林柏儀（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
〈教育作為剝削？--馬克思主義對學費與教育費用的分析〉
董泓志（台灣師大教育系碩士生）
〈臺灣高等教育學費論述及研究批判〉
劉國兆 (台灣師大教育所博士候選人)
(國家、市場與高等教育：學費政策對高等教育發展影響之研究)
	劉國兆（台灣師大教育系博士候選人）

	20:00-21:00
	綜合座談：催生新一波的「反學費」運動展望

	主持人：蔡依伶（成大台灣文學所博士生）



論壇聯絡人：鐘明倫0928550096，s898000335@gmail.com
相關資料、手冊電子檔：可至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29842893769948/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29842893769948/
特別感謝：大學學生權利調查評鑑小組

　　　　　反法人化陣線研發/資本/大學/國家的四角關係〉
林柏儀（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
〈教育作為剝削？--馬克思主義對學費與教育費用的分析〉
董泓志（台灣師大教育系碩士生）
〈臺灣高等教育學費論述及研究批判〉
劉國兆 (台灣師大教育所博士候選人)
(國家、市場與高等教育：學費政策對高等教育發展影響之研究)
三、綜合主張
教育費用壓迫人民，怎麼辦？

反學費論壇—第一屆左翼教育論壇

　　台灣教育費用，始終是人民的一大壓力來源。近15年來公立大學平均漲幅高達60%，私立大學漲幅20%，皆比15年來物價漲幅18%高出許多。儘管如此，馬政府近日還屢屢準備調漲學雜費，或發出「不漲學費、不公不義」的歪理，怎麼辦？一群來自師大、成大、新竹教育大學、倫敦大學的研究生與學者，今日於台灣師大發起了「反學費論壇—第一屆左翼教育論壇」，期望透過學術研討清楚勾勒一個「反學費」的立場，向政府喊話，也為進一步的反學費、反資本主義運動做準備。
教育費用每年23萬，剝削人民、圖利資本

　　論壇參與者指出：根據研究，台灣每大學生的一年的教育費用（學費加生活、住宿費用），公立大學生平均約為20萬元，私立大學生平均約為25萬元；總體平均約23萬元。若將台灣依家戶所得切割為五等分，其中所得為後20%的家庭，每年僅有31萬餘元的收入，相形下這份教育費用就將佔了其收入7成；對於第二等家庭來說，其每年收入也平均僅有57萬餘元，1個孩子就讀大學就將花去4成所得，若2個孩子念大學則就所剩無幾，怎麼能說不是「高學費」？

　　教育費用已對絕大多數的家庭構成極大負擔。無怪乎，就學貸款人數年年創新高，99學年度高中職以上每年申貸就學貸款的人數就達40萬人之多，已佔學生數中的19.2%。馬政府當前只在學貸還款放寬上著手，實際上是漠視問題的源頭在高教育費用，要老百姓以「背債」來替政府買單。

　　教育費用持續高漲，然而，回報卻是不斷下降。2000年大學畢業生的初任工作每月薪資是28,016元，到了2010年，則是26,455元。這還未計算，10年之間，物價漲幅9.6%。若平準物價後來計算實質薪資，大學畢業生的起薪下滑了至少14.7%！很明顯，官方常用的「教育是投資」論已經破產；相反地，教育早已是「剝削」的一環，供給給企業主大量廉價的技術勞動力，卻要學生自付成本。甚至，不只教育訓練費用、包括研發費用，都已日益被企業「外包」給大學，讓大學成為了企業的廉價人力與技術訓練所。

　　論壇參與者指出，問題的關鍵點在於，企業能使用高等教育大量培育出的技術勞動力，卻不用為其負擔成本，反而要學生自行吸收。在資本主義社會下，學生為了競爭受雇機會，得被迫接受教育費用不斷攀升，『大學再貴也得背債去念，否則未來怎麼就業？』；然而，學生紛紛延長教育、接受高學費，得利的不會是學生或未來的受雇者，反而只是企業。企業能使用這群廉價的技術勞力，為其大幅提高生產力和利潤，卻不用負擔較高的薪水。

　　「台灣近10年來學費高漲、起薪下降、產業生產力卻不斷攀升的現象，已經說明了這樣『教育作為剝削』的趨勢。」論壇參與者、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林柏儀如是說。師大教育系碩士生董泓志則觀察到：「這對學生造成的影響還不只是經濟壓力，甚至對生活、學習都造成了壓力。周遭就可以看到很多例子，因為教育費用的關係，影響了求學的意願、得要經常打工，更別說追求自身想學習的學問。」
　　企業原本應當償付的教育訓練費用，如今日益由人民和大學來負擔，只是其中一例。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研發經費上。論壇參與者、新竹教大環境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徐文路指出：「動輒以億萬計算的研發費用如何調降？…資本主義的國家首先要為資本服務，故而必須在研發方面儘量以國家或全民資源來幫助資本。包括了透過減稅措施、發展基礎科學、教育擴張、產學合作…等」

調漲學費，不公不義

　　另外，對於台大校長李嗣涔過去一再指出的「大學生家境普遍較好，應調漲學費」、「不漲學費，不公不義」論，論壇與會者一致提出了批判。與會者認為，要根本的解決，不是拿一部分學生的錢，來給另一部份的學生，實際上這兩者在未來都要受到資本剝削；相對地，是要向未來能使用技術勞動力的企業們要錢，讓高等教育免費，才能使所有學生的有平等的受教機會。

　　因此，對於政府日前提出的「齊一公私立大學學雜費」方案，論壇與會者指出應當是要「降低私立大學學費」，而絕非以「提高公立大學學費」、「讓高學費普遍化」來促成。

　　並且，收取高學費來重分配到弱勢學生身上的許諾，並不符合現實。以目前台灣《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中僅要求「獎助學金提撥比率要在學雜費收入百分之三」（第12條），可見絕大多數的學費並非用在弱勢學生身上。多收取的學費不過是用來替代了國家應有的公共教育責任。

　　論壇參與者、師大教育系博士候選人劉國兆也質疑，政府宣稱要推動「高學費/高就學獎助」，但能拿到獎助的是誰？他指出：「當有朝一日實施『高學費/高就學獎助』政策時，原本還有少數就讀公立學校的弱勢者，也得開始繳起高學費，但握有「高就學獎助」審查資格者又是誰呢？答案不揭自明，無怪乎弱勢階級、性別與種族者幾無翻身之機會。」能拿到獎助的很可能只是高學業成就者，而非真正的弱勢者。

出路：課資本稅、免學費、反資本主義

　　面對當前局勢，出路為何？論壇參與者、師大教育系博士生鐘明倫認為：「學生進入生產體系的勞動是社會總勞動的一部分。學生『學習成為勞動者』的費用應該由『社會共同承擔』，因此，學費的議題不應該只是『低學費』，應該主張『免學費』，才能根本性的解構資本主義透過學費制度的剝削。」甚至，除了「免學費」，還要普遍性的「助學津貼」，才能完整解消人民的教育費用壓力。
　　至於，這些錢要從哪裡來？徐文路指出：「既然資本使用了教育生產出的技術勞力，應向企業課稅來償付教育費用」並且，「要資本出錢辦教育，理論上和理想上當然是學費全免。當然，這樣的要求，一定程度上是面對資本業已掌控當前的教育和研發此一事實所提出的反制，因而只是低綱領的要求。」
　　更進一步地，鐘明倫主張：「當世界各國的教育政策圍繞在解決資本主義的討論時，我們更應該思考教育改革應如何從資本主義的牢籠中解放出來，邁向更理想的社會主義體制。」
　　總體而言，反學費運動一方面將向馬政府新內閣喊話：主張政府應向資本課稅，使學費立即調降、助學津貼增加，讓學生的整體教育費用負擔降低，以暫時解決學生受到的壓迫；另一方面，反學費不只是要求免學費，更是要反資本主義，為不受資本邏輯扭曲的教育環境奮鬥。非要改變資本主義下受雇階級的處境，人們才能從為了競爭受雇機會，得壓迫自身承擔高教育費用，訓練自身為資本創造高利潤的困境中解放出來。

　　目前反學費論壇的發起人包括了大學學生權利調查評鑑小組、反法人化連線的成員，未來將嘗試串聯各大學的進步學生團體，為新一波的反學費運動準備。
四2011-2012學費調漲重點新聞
	大學學費喊漲?學團擬辦反學費論壇
 2012-02-06 

〔自由時報記者林曉雲、胡清暉／台北報導〕
繼水電費選後調漲，大學學費調漲也蠢蠢欲動？
國立大學傳將建議調整
卸任閣揆、副總統當選人吳敦義去年底表明要研究「溫和調漲」學費的可行性，前中央大學校長蔣偉寧今日接任教育部長，國立大學已傳出將建議政府調整學雜費政策；學生團體擔心學費將調整，則將在二月十三日召開「反學費」論壇─二○一二第一屆左翼教育論壇，清楚勾勒「反學費」的立場，為進一步的反學費運動做準備。
台大校長李嗣涔去年提出「不漲學費，不公不義」論，而當時的行政院長、新任副總統吳敦義也說：「若在合情合理前提下，找到調漲學費的基礎，也許可以『溫和』地漲學費。」
學生籲正視學費付費被剝削
台灣師大教育系博士生、「反學費」論壇發言人鐘明倫表示，總統大選已結束，無選舉壓力，今年學費調漲必將再起風波。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林柏儀則表示，重點不是漲幾趴的問題，而是台灣高教日益傾向私有化、政府不斷縮減補助，要強化學費付費被剝削的問題。
國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政大校長吳思華說，各大學普遍面臨高教資源不足的窘況，協進會預計二月底開會，並向教育部提出建議；台大主秘張培仁表示，台大會依協進會會議結論決定學雜費，不會單獨行動。
一位南部的國立大學校長指出，教育部每年減少國立大學約一％補助款，水電費與物價又不斷上漲，他主張要調漲國立大學學雜費，但可做好配套，提撥半數所增收入做為獎助學金。世新大學校長賴鼎銘也呼籲，去年許多私校跟著軍公教調薪，人事支出增加，加上選後水電等費用要漲，學雜費應考慮調漲，以維持教學品質。
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長楊玉惠昨表示，教育部正在徵詢大學校院協進會等意見，如有學校要漲，最遲要在八月學生選填志願前定案公布。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謝國清認為，目前約有七成學生就讀私立大專校院，許多人必須貸款才能念書，政府應配合少子化、私校退場機制，逐步把公立大學就學人數提高到六至七成，在結構未改變之前，不宜漲學費。



	公私大學學雜費齊一 教部支持  
【聯合報╱記者陳智華、沈育如／台北報導】2011/12/21

我國私立大學學雜費約為公立的兩倍，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昨天在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中提案，希望拉平公私立大學學雜費，讓公私校公平競爭；台大校長李嗣涔、政大校長吳思華及台師大校長張國恩等國立大學校長都表支持。
不過公私立大學學雜費要如何齊一化? 不少國立大學傾向逐漸調高學費到私校水準；私校校長有的要求比照「齊一公私立高中職學費方案」，由教育部補助學生，也有校長建議私校降、公立漲來拉齊學雜費；三大校院協進會表示，討論後會提出白皮書。
教育部長吳清基指出，如果公立漲一倍來拉平公私收費，「需考慮社會成本，要有很多配套，除非社會有共識，教育部不會貿然實施。」吳清基說，教育部擬朝比照高中職學費方案的方向努力，來補助私校學生，如果財政好，明年起考慮逐步實施。
高教司長何卓飛則表示，目前已研議學雜費計算公式，有人建議要納入教學成本等，預計明年4月公布，研議小組包括三大校院協進會、家長團體和學生代表等。台大校長李嗣涔指出，公私立大學學雜費齊一收費有三大利多，一是符合社會公義，再來可刺激國立大學維持辦學品質，因為有競爭，刺激國立大學辦好學校，才能吸引學生入學。
李嗣涔說，國立大學學雜費調高至私校水準後，預計可增加近2百億元收入，一半可留給學校運用，幫助學校改善財務，另一半可幫助弱勢學生。吳思華、張國恩等人都贊成；但張國恩表示，公立大學學費若漲一倍，對社會衝擊不小，要給弱勢學生獎學金等配套。
元智大學校長彭宗平說，如果政府不能比照高中職補助學生，「就不應管私校漲學費。」中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村建議，國立學費逐漸調漲拉近私立較好。
但佛光大學校長楊朝祥認為，將公立學費拉高跟私立一樣，「社會無法接受，」建議私校降一點，但公立漲一點，不足的教育部去補。
私校協進會理事長、東海大學校長程海東說，現行學雜費計算公式主要是按照物價指數，並未反映教育成本，如果納入，不少國立大學教育成本較高，學雜費漲得多，就能拉近公私立大學學雜費差距；但即使反映教育成本，要讓公私立大學學雜費齊一，可能得超過10年，呼籲教育部研議方案，讓公私立大學學雜費在5年內達到齊一目標。


	台大校長建議漲學費... 吳揆：可考慮「溫和」調漲
工商時報  2011-09-20 01:00

記者呂雪彗／台北報導
台大校長李嗣涔昨（19）日向吳揆建議，應適當調漲大學學費。吳揆表示，會請政務委員曾志朗將問題「帶回去研究」，在合情合理的前提下，也許可考慮「溫和」地調漲一下，但最快要明年才能實施。
此外吳揆並宣示，政府將全力解決科研採購鬆綁，技轉利益衝突、及研究人員兼職等嚴重影響我國科研發展問題，以留住人才，提升我國競爭力。
　中研院昨天舉行國內院士第36次國內院士會議，吳揆應邀以「科研政策與國家發展」為題演講。結束後開放提問，李嗣涔舉手建言，指科技發展首重人才培育，大學是培育人才重要場所，但近年來出現經費不足情形，會使大學在培育優秀人才上遇到困難。
李嗣涔表示，政府補助經費下降，學校經費很多得從學生學費而來，今年公務人員調薪，人事成本增加，但卻無法透過調漲學費來因應，使國立大學面臨很大財務缺口，建議政府能給大學學費調漲空間。
吳揆表示，會請曾志朗將問題「帶回去研究」，找時間與教育部討論，若能在合情合理前提下，找到調漲學費的基礎，也許可以「溫和」地漲學費，好讓大學順利推動校務。
吳揆在演講中並表示，政院已把科研採購、技術移轉利益衝突、研究人員兼職等影響科技發展議題納入「科學技術基本法」修正草案，日前在院會通過，希望能在最快時間內完成修法，提供國內一個更優質科學研究環境。
吳揆指出，當前國際面臨全球天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變化、人口結構的變遷與科技人才的全球移動、新科技發展與突破；我國也面臨劇烈氣候變遷所造成環境及民生衝擊、科技人才流失、產業結構轉型壓力等挑戰，絕對不容迴避。


	提高公立大學學費  完全競爭自由市場  教部擬修法 大學學費漲幅不設限
自由時報2011-08-02【林曉雲、陳怡靜／台北報導】
今年上半年曾經三度宣示民國一百學年度大學學費凍漲的教育部長吳清基，昨天在新任大學校長布達典禮中表示，未來希望繼續縮短公私立大學學費差距。教育部擬修法鬆綁現行每學年調漲二．五％至五％的上限規定，讓大學學費可自由調整。
教育部近十多年陸續推動大學學費自由化，八十七學年開放公立大學漲幅十％、私大五％，希望藉以拉近公私立學費差距。但在各界壓力下，八十八學年後就陸續將漲幅上限降為五％，九十四年降為三％，甚至九十七學年起全面「凍漲」。今年四月教育部宣布一百學年大學學費凍漲，但也因應立院要求檢討學費計價制度而成立專案小組檢討，預計年底提出新方案。
教長：盼縮小公私立學費差距
吳清基認為台灣少子化情況雖然日趨明顯，但是有特色的學校學生不會因此減少，例如高中職學費齊一政策實施後，有特色高中職私校招生紛紛額滿，未來公私立大學學費若能縮短距離，就未必是公立學校會額滿。
財源問題 仍無具體策略
不過，吳清基補充說，縮短公私立大學學費只是目標，涉及到財源問題，目前沒有具體策略。教育部專案小組成員透露，專案小組目前在研擬修改現行大學學雜費收取辦法，鬆綁目前每學年只能調漲二．五％（績優學校為五％）的上限規定。而預計若開放國立大學學費調漲，教育部會相對減少給國立大學的補助，轉而使用在增加弱勢學生的補助上。
學生負擔加重 全家盟反對
公、私立大學對吳清基釋放出的學費自由調漲的政策走向訊息，普遍叫好，但全國家長團體聯盟表示反對。全家盟理事長謝國清表示，此舉無異加重公立學校學生的負擔；況且國立大學每年都有政府巨額補助，政府要帶頭漲國立大學的學費，有必要說清楚、講明白「憑什麼漲」。
台大主秘張培仁則指出，如果可以讓台大合理調漲學費，有助於改善教學品質。中央大學校長蔣偉寧則表示，台灣的國立大學學費相對低，若做好幫助弱勢學生等配套措施，調漲學費的方向是對的。
私校校長：「不知何時實現」
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樹德科大校長朱元祥表示，公私立大專都期待「學費自由化」，拉近公私校學雜費差距，才能公平競爭。但他也無奈地說，學費問題在台灣好比政治問題，若不擺脫政治思維，從學校經營方面考量，恐難達到目標。有校長更坦言，這個話題是老話題了，「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實現」。
目前公立大專院校有四十三萬名學生，私立則有九十萬名學生；公立學雜費一年平均約五萬元，私立學雜費一年約十萬元。若要完全拉平公私差距，粗估一年差額經費即達四百五十億元。


	學雜費喊漲台大盼漲5～10 ％
自由時報2011/3/10 〔記者林曉雲、胡清暉／台北報導〕
物價上漲，一百學年度的大學學雜費也蠢蠢欲動！做為大學龍頭的台灣大學，副校長陳泰然昨天表示，希望調漲學雜費五％至十％。
若調漲 國立大學破六萬
目前一年的大學學雜費，國立平均為五萬九千四百九十元，私立為十萬九千八百零六元，國立從九十五年起凍漲，私校也於近兩年凍漲，一旦國立大學學雜費調漲五％，就要突破六萬元了。
台大副校長陳泰然昨天表示，國立大學五年凍漲下來，面對沉重的物價上漲壓力，水電及人事等基本開銷快撐不住了，台大主張調漲學雜費五％至十％，但也會增加弱勢清寒學生獎助學金的補助。
教育部最近開會討論一百學年度大學學雜費，計算公式有三項關鍵：勞工平均薪資、物價指數和家戶所得，一名大學校務主管分析，去年經濟成長率、家戶所得等指標都提升，如依教育部訂定的公式，確實應要調漲學雜費，但面臨選舉，物價又普遍上漲，政府可能又會向大學施壓凍漲。
陳泰然認為，台大每年學雜費、政府補助等整體收入約一百五十億元，平均每生每年教育成本約四十萬元，和東京大學二百五十萬元、香港大學一百五十萬元相較偏低。台大校長李嗣涔就曾指，公立大學生的家庭平均社經地位高，卻付較低學費，是社會不公不義，政府不能什麼都看選舉、從政治考量，「老是用道德勸說，會逼死大學」。


	馬拋利多 學貸門檻、還款期限都放寬
【聯合報╱記者王光慈／台北報導】2011/09/20

為讓青年安心就學，馬英九總統昨天宣布從明年二月一日起大幅放寬就學貸款限制，將中低收入戶納入就學貸款照顧對象，並放寬弱勢學生的還款期限，進修學校學生，也開放申請就學貸款。
總統表示，台灣是大家的台灣，政府要在各方面考慮弱勢的需求，「讓弱勢家庭的孩子，不要因阮囊羞澀，耽擱力爭上游的機會。」台灣天然資源不多，天然災害不少，教育非常重要，政府希望讓有心上進的年輕人，在條件較好的情況下完成學業，在條件不太差的環境下還清貸款。
府方人士指出，總統在美國求學時也曾貸過三千美元，「還了好幾年，回台灣還在還」，所以對青年貸款政策「很有感覺」；上任後雖做過改變，但因金融海嘯經濟衰退，一直覺得還有檢討必要，近日府院密集討論，決定加強「針對性」，幫助弱勢學生減輕負擔。
現行就學貸款政策的還款期限，貸款一學期、還款期限為一年，以此類推；可申請延長為一點五倍，也就是貸款二個學期、還款期限為三年。明年二月起，一般貸款人的延長還款期限仍維持一點五倍，但低收入戶和中低收入戶申請者，可申請延長為兩倍。
現行政策規定，申請緩繳資格為每月家戶收入不到二萬五千元或低收入戶，新政策則大幅放寬申請門檻，每月家戶收入不到三萬元、低收入戶和中低收入戶都可申請，每次可延緩一年，最多可申請三次。
在生活費貸款方面，現行政策提供低收入戶學生每月六千元，新政策除提高為每月八千元外，也提供中低收入戶學生每月四千元的生活費貸款。
此外，新政策也開放進修學校學生申請，貸款期限為兩年，必要時可再延長兩年。為方便申請者，新政策也放寬申請程序，讓無法親自辦理的學生可授權他人代辦，單親家庭的學生，也可依單親家庭狀況計算所得。


五、發表論文與參考資料
反學費的左翼主張
林柏儀

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
Mibow0525.tw@yahoo.com.tw
（本文將發表於《台灣立報》，完整的報告〈教育作為剝削？--馬克思主義對學費與教育費用的分析〉，請參見論壇發表PPT）
大學學雜費的調整問題，在台灣已是近20年來最具爭議性的高等教育議題之一。許多官方說法總是說：「我國大學學雜費已經很便宜」，「只是調漲幾百元，根本還未反映成本」，然而，卻屢屢招致大眾反對聲浪。相對於官方近日的「學費議題被和選舉考量掛勾，所以難以調漲」說法，彷彿想聲稱「不漲學費是訴諸民粹的不理性作法」；實際上，大學學費或許的確已是社會大眾的一項沉重壓力來源。人民對漲學費的反彈並非「討厭多繳幾百元」如此簡單。
壓垮生活的教育開支
一項原因在於，真實的「學費」其實不只是學生付給大學的「學雜費」費用，而還包括著為了就學得付出的各種成本。
根據高師大教育系教授陳麗珠於2009年底的研究報告《我國大學學雜費之分析與研議》指出，台灣目前就讀國立大學的學生，每人一年為了就學要付出的費用，平均達20萬元（約為每年5萬學費+12x每月1萬生活費、住宿費+3萬書本、文具、其他花費），就讀私立大學則平均高達25萬元（學費每年平均比國立再多5萬）。換句話說，每個家庭為了讓1個孩子念大學4年，帳面上得付出的成本即達80-100萬之多。
每個大學生每年20-25萬，看不出來究竟算不算多。但根據陳麗珠的這份報告的第77頁指出，若將台灣依家戶所得切割為五等分，其中所得為後20%的家庭，每年僅有31萬餘元的收入，相形下這份教育費用就將佔了其收入7成；政府可能聲稱，這群人不少屬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可獲得學費減免與補貼。然而，對於多半難以取得補貼的第二等家庭（收入屬後20%-40%）來說，其每年收入也平均僅有57萬餘元，1個孩子就讀大學就將花去4成所得，若2個孩子則就所剩無幾，家庭如何生活？
而且，每年20-25萬的個人教育費用，這數字還很可能低估。一來，如果實際考察日益攀高的住宿費和額外消費，每月生活費加住宿費平均應不只1萬元（此數字為該研究報告的初估）；二來還沒計算本來提早就業能獲得的所得（即所謂的「機會成本」）。如果再念個研究所2到3年，受高等教育的費用肯定將在100萬以上、甚至高達200萬了。這絕對是筆沉重的開支，不是「台灣學費很便宜了」的輕挑論調所能掩蓋。
無怪乎，台灣就學貸款的申貸人次屢創新高。根據學生團體「青年要好野」的《2011年臺灣青年學貸調查報告》指出：以98學年度為例，該年高中職以上申貸就學貸款的人數就達40萬人之多，佔學生數中的19.2%，該年申貸金額達300億元。還記得，我一位就讀私立大學、準備畢業的朋友曾說：「現在，我人生的『第一個100萬』，居然就是學貸負債。」被高教育費用壓垮的人生，已是越來越多人的現實。
也因此，學生的基本生活得不斷壓縮。吃也要省（廉價快餐與小吃在校園周圍總如雨後春筍），住也要省（無怪乎無良房東的違建隔間一直有大量需求），而學習也要挑選「未來比較有前景的熱門科系」，而非自己有興趣的科系。在課餘時間及寒暑假，「打工」已是過半數大學生的共同經驗，顧不得來大學的基本學習目的。要「省」的往往不只是金錢，也包括了真誠求知的心力。
教育不是投資，是剝削
為了合理化這麼高額的教育費用，官方的說法是：「教育是個合宜的投資」。姑且不論「個人投資」的概念是否掩飾了教育應是公共服務、主要該由政府支助的責任；更現實的問題是，投入這上百萬的教育費用，對學生真的「划算」嗎？答案卻恐怕是否定的。「划算」的只有學校、政府和未來的資方而已。
我們可以看到，近15年來，受高等教育的「投資報酬率」是持續下降的。根據行政院勞委會的調查統計（http://statdb.cla.gov.tw/statis/stmain.jsp?sys=100），2000年台灣大學畢業生的初任工作每月名目薪資是28,016元，到了2010年，則是26,455元。這還未計算，10年之間，消費者物價還有個漲幅是9.6%。也就是說，若平準物價後來計算實質薪資，大學畢業生的起薪下滑了至少14.7%！然而，這10年來，大學學費、各種花費卻是有增無減。
但受高等教育的投資報酬下降、甚至「不划算」這件事情，可不代表說，「不念大學」才是個經濟理性選擇，是問題解決的出路。相反地，教育「投資報酬率」下降、造成「文憑貶值」的效應，是會有骨牌擠壓效應的。當大學畢業生的薪資從2萬8下壓到了2萬6，高中職畢業生必然也無法提升，10年來只能維持在2萬2之間，且計入物價調漲則實質薪資都是下滑。於是，學歷更低下者變得機會比過去更少、生活也更加貧困。
也就是說，儘管「不划算」，大學卻變成「不能不念」，原因在於，在勞動力相互競爭下，如果不念，不但機會渺茫，甚至有更高的失業風險。這現象在美國更是明顯，高教擴張後大學畢業生實質起薪不變，但高中以下的畢業生則下滑。是故，英國教育社會學學者Phillip Brown於《Global Auction》一書即指出，受教育已經越來越不是一項「划算的投資」，而成為了「防禦性支出」（defensive expenditure）：受教育不會增加薪資，但不受教育會減少薪資。
有趣的問題是，受教育如果不會增加薪資，那麼，教育花去了如此大量的費用（不論是學生出的學費，或是政府提供的補貼），甚至還逼迫越來越多的人得投入日益漫長的時間在這裡頭，究竟是對誰有利？如果教育擴張不只是個單純愚蠢的浪費資源（如文憑主義理論所暗示的），我想這答案是呼之欲出的：得利的是能因此享用大量廉價技術勞力的雇主。如果搭配的是收取學費的私有化教育模式，得利的則還有因此節省了大筆資源、甚至能獲利的政府和學校。而受害的是得付出不斷高漲的教育費用的人民。
這展現的社會現實是：總體來看，教育其實不是「投資」，教育是種「剝削」，是種將人民的勞力、時間、費用耗去，成果卻是歸學校與未來資方所有的壓迫過程。人民因為沒有生產工具，非得要求取受雇機會、到企業供其剝削才能維生；而為了受雇，又要先經歷教育過程的剝削，提升自身的勞動力素質，否則連成為受雇者以維生的機會都可能被剝奪。
模糊壓迫的霸權論述
平均來說，「念大學越來越難回本」這事實，官方也很難再裝聾作啞下去。他們的最新說法是：「念完大學還找不到好工作，是因為自己沒有好好藉機會培養『就業力』的問題」，想把問題給「個人化」來模糊集體遭遇的問題。或者是說：「念大學更重要的是發展自我心靈，不應該只考慮金錢回報」，想用心靈改革來迴避教育回報破產的事實。對於這些說詞，倘若理解了前述的剝削關係，明眼人應該都不難看穿。
在此我僅回應一項日益高漲的霸權論述，所謂的「不漲學費，不公不義」論。台大校長李嗣涔這幾年來不斷說：「因為念大學的人，平均來說家庭背景都比較好，所以，收取高一些的學費是合理的。只要再拿一些出來補助弱勢就好」，他指出台大學生（或大學生）背景更好，所以「不漲學費，不公不義」，「可以漲到和私立學校一樣貴」。
這種以「學費重分配」（有錢的人多收，補給沒錢的人可少收）的說詞貌似合理，但我們必須提出幾點質疑：
一、根據經驗以及政策脈絡來看，這套「學費重分配」、「不漲學費、不公不義」的說詞，真正關切的點是在「調漲」，而非「公義」。也就是說，這不過是當政府經費不足、大學急於搶錢時，所想出來的一個藉口。到時候全面調漲了學費，再拿出一小部分來當獎助學金做做門面，就能博得照顧弱勢的美名。例如說，目前的調漲學費辦法裡規範，調漲的學費應有3%用於獎助學金。試問，那剩下的97%不就是無重分配地被拿走了嗎？
二、儘管是玩真的，把著眼點放在「重分配」，想讓富者多出、貧者少出，常見的方法應是「稅制改革」：透過累進稅制、課徵資本利得、廢除財團減稅措施…等來達成重分配，而非在個別公共服務的費用下手。稅制改革能清楚算出不同所得的人究竟負擔多少比例的稅基，讓重分配能避免治絲益棼（難不成，水費、電費、過路費…也要重分配？）或所謂的「剝兩層皮」；再者，它也減少如前項「以重分配之名，行調漲之實」的可能。儘管，在資本主義的環境下，所謂的「重分配」通常有所極限（總不能影響資本積累），而且也只會進行到能穩定社會即可（取得「正當性」），不可能「玩真的」。要玩真的，其實關鍵的問題還是勞資之間的階級鬥爭問題，而非第二階段的稅制或福利重分配，更不會是學費重分配。
從反學費到反資本主義
三、更根本的說，學費彰顯的問題，不只是「太貴的話，沒錢人會唸不起」的教育機會均等問題而已；學費、以及連帶的其他教育費用，已是當代資本主義對整體勞動者的一個關鍵剝削來源，受壓迫的是不分階層的整體工人階級（包括專業工人、中產階級）。當我們發現，教育費用已成為每一個想要獲得工作的人們被迫得投入的鉅額成本，然而，得利的卻是能自此取得大量技術勞動力的雇主，勞工能獲得的薪資卻在競爭下絲毫不會增加；我們不難洞悉：對勞動者任何教育費用的提高，實質上等同於減少工人的薪資、增加雇主能取得的生產力罷了！這是經濟不景氣的年代，政府要把培育人力的成本轉嫁給勞方自身的一種手法。
因此，要根本解決學費背後的壓迫來源，討論的問題不該只在「階層重分配」（下焉是學費重分配，上焉是稅制改革，但都還不足夠），而是個資本主義下資方能剝削、壓迫勞方的問題。我們需要問：是什麼樣的生產關係，能讓資方逼著勞方自身負擔越來越沉重的教育訓練成本，來供資方獲利？為何不會是勞方逼著資方負擔越來越高的教育訓練成本，來供勞方生活與學習？這才是學費、教育費用會持續高漲的根本基礎。而要反對學費帶來的壓迫，必然需要同時反對這背後的生產關係：資本主義下資本剝削勞工以積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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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上，敍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敍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
──Karl Marx，《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
研發（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成為人類重要的事務，在邏輯次序上，是生產領域資本化占統治地位之後的事，理由是可以讓資本形成壟斷利潤。然而從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而言，研發始終存在，否則人類社會就不可能發展演變。問題是資本主義將研發當成利潤生產與分刮的重要手段，不但讓小資本更難以為繼，也導引了研發的方向，窄化了研發的範圍。更重要的是，資本對研發領域的專擅，將造成勞資之間力量對比的拉大，更不利於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
歷史性的變遷與說明
人類生存與於世間，為求生存和發展，研發始終存在，否則人類社會就無法演變。哪怕只是熟悉各種動植物，進而馴化成為農牧原種，或者認定各種草藥這樣的事，甚至是把兩根小木棍變成筷子，都是研發的結果。更進一步，各種非經濟生產性的事項，也需要研發才能改進，像是變法革新等。因此，研發應是對人類整體有利的事，研發也是集眾人之力的事。不過在階級社會和非階級社會，研發的內容和方向卻有著本質性的差別。一旦人類社會出現了階級，而統治階級又一定程度壟斷了知識及其傳承，那麼研發這件事，將成為統治階級的內部分工，而不再是社會直接勞動者所固有的能力，因而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以統治階級的需要為優先考量的味道，進而導引了研發的走向。任何自發性的研發一旦與統治階級的利益不符，或遭冷遇，或被鏟除。只有統治階級處境不穩時，才會破格運用若干這一類的研發項目。
由於資本主義社會之前，人類的生產力並未大發展，人們對於研發和提高生產力這件事視之為偶然，並不認為主觀努力可以產生明顯突破的可能，因此當時人們對此類事項記載不詳實，我只舉一個我所知的案例，即發軔於十一世紀末法國勃根第（Burgundy）的西多教派（the Cistercians）。當時基督教會內部的各種奢侈作風已然形成，農民飽受什一稅和義務付出的勞動之苦，因為要為修士服務並供養他們。而西多教派不願把自己的修行奠基於農民的供養之下，故而開墾荒地，自力更生，培植育種（尤其對牛和馬的品種改良），釀酒經商。此一教派因而成為歐洲中世紀最為獎勵生產力發展的教派，不過，他們並非把普及與提高人類經濟生產力為職志，而是為了能有效率地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省出時間可進行修行。由於其新風俗及對教義解釋不同，始得最主要創立此教派規範的伯納多（Bernard of Clairvaux）被教廷視為異端。要不是後來他號召了第二次字軍東征，伯納多有可能會有極其悲慘的下場。
在這個例子中，經濟生產力的提升，危及了什一稅的合法性，而什一稅卻是多數教會和教派維持統治與特權地位的關鍵。當然，就如前文所提，前資本主義並不特別在意生產力提升這回事（因為科學不發達難以達到），因此，直到生產領域資本化之後，研發才有了大發展的空間。
科技研發與資本增殖的對立統一
知識份子最愛談知識，但卻不一定了解什麼是知識，以及它在人類歷史和社會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資本主義的科技研發方面而言，這一類的知識，是人們對現實事物的客觀理解，所有的科技研發，都是以不同的方式應用自然力的結果，人們只是在了解自然力的規則之後，才能有效、大量的應用。因此，一方面，在人們尚未發現這些原理之時，這些自然力早已存在，並非人們的研究後才出現；另一方面，不是知識「本身」進入生產過程，而是知識的「應用」──任何知識，如果只停留在腦袋中不去應用，那麼甚至連人們自己的腦袋，都無法因此得到改變，更何況是外在的世界？

其次，這些自然規律的發現，是人類勞動（體力加腦力）的結果，但這些規律並不是人類勞動本身。腦力勞動是人類腦器官的特殊功能在勞動過程中的體現，其勞動的形式是思維，包括分析、綜合、聯想……等等，更別說各種感官（眼、耳、鼻、皮膚等）在此一過程所起的作用。但是在商品生產過程中，這些人類勞動力的耗費，都是生產的必要條件。

資本之所以能夠增殖，是因為勞動者在僱佣勞動體制之下創造價值，而資本無償佔有工人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乃至於所謂的管理勞動，不是創造價值與否的分野。勞心和勞力的分法，是從勞動形式的生理特徵來分的，無法正確看出是否為創造價值的勞動，進而會模糊掉生產過程中剝削與被剝削、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更進一步講，再怎麼粗重、不動腦筋的工作，也要有身體、四肢的協調性，要掌握勞動過程中的節奏感，當然也要花費腦力；而再怎麼抽象、思維性的工作，也要進行寫作、調查、協調各領域等活動，當然也或多或少地付出了體力勞動。把腦力和體力勞動決然劃分，其實是複製了階級社會中「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意識型態。

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資本會儘量延長絕對勞動時間，以增加剩餘價值的生產：
勞動時間延長前
必要勞動時間　　　　剩餘勞動時間
────────＋────────
　　　　　勞動時間延長後
必要勞動時間　　　　剩餘勞動時間
────────＋──────────
在工人的勞動時間無法任意延長的情況下，透過生產力的提升，長期而全面的發展下來，將造成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從而使得勞動力價值下降，剩餘勞動時間則相對增長：
生產力提升前
必要勞動時間　　　　剩餘勞動時間
────────＋────────
　　　　　生產力提升後
必要勞動時間　　　　剩餘勞動時間
──────＋──────────
此外，個別資本若在技術研發和提高生產力方面持續保持領先，則會在剩餘價值實現的同時刮分更多其它資本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形成超額利潤。因此，資本主義不論是個別或是整體，會不斷提升勞動生產力。而在生產力提高到一時難以突破時，壟斷便成為了維持高利潤率的手段，微軟對智財權的強調便是如此。
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工人所進行的生產，一方面是勞動過程，同時又是價值增殖過程。知識的應用，反應在物的要素上，就是創造了新的機器，從而或者是使得勞動生產力提高（單位時間產量提高），或者是使得原商品在使用價值方面產生更符合人們需求的變化，兩者都會在競爭中處於有利位置，形成超額利潤。然而在生產過程中，即使是只生產一個商品，機器還是整台參與了勞動過程，才能發揮它作為機器的使用價值；但是在價值形成的過程中（機器當然只能價值轉移原有的價值──不要忘了，只有活勞動才能創造新的價值），機器的價值只有一部分轉移到個別商品上，而非整個機器的價值都進來了。況且就其生產的總產品而言，其使用價值在質量上增加了，但是商品的總價值量並未增加，因為單位時間產量的提高，意味著生產此一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縮短了，因此單個商品的價值量縮小了。換句話說，機器的價值，原本可能是一萬個商品平均轉移，現在則是一萬五千個商品平均轉移罷了。已經物化的勞動、成為死勞動的機器，其價值量在它製造完成時就已定下，在進入生產時就不會創造出新價值，只能轉移，創造新價值的還得是活勞動──工人的勞動。

從這個意義下而言，資本化的生產工具，其實就是凝結了的工人的勞動，也就是死勞動的積累。任何工具或機器的研發，其動機都是直接勞動勞動過程中出現的。每一個勞動過程透過研發某種工具或安排出合理的製程，致使勞動過程簡化、效率化，一方面對直接勞動者而言是有利的，因為方便。但另一方面，一旦這些研發過程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些原本有利於直接勞動者的事，卻異化成為對工人不利的事，因為這些工具、機器和製程，將透過各種資產階級法權的手段和程序，成為資本的所有物，或直接轉化為資本，而與工人對立。
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研發成果以「專利權」、「智財權」的名義，賦予了可標價的商品性質，因此在形式上，這些發明是個人可以擁有並獨佔的。可是大家都知道，人類的知識增長，是長期累積、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向前走的，如何能宣稱某種發明或創作是個人獨立完成、進而說是他個人所有呢？隨著隨著僱佣勞動制度的擴張與研發勞動（俗稱R&D）在生產領域中獨立出一個部門（以前這部分的職能是掌握在熟練技工的手中，如眾所週知的瓦特改良蒸汽機、史蒂文生發明火車等等），許多直接有助於勞動生產力提昇和新產品開發的科技「應用」（請注意，不是科學知識本身），大都被資本企業所獨佔擁有，即使社會上若干零星自行開發出來的發明，只要有利可圖，最終也會被買過來（由於要買賣才有專利申請、國家認証的必要）成為資本的囊中物，而為其利潤生產服務。電腦軟硬體的升級，完全是基於利潤的考量，而不是技術的提昇，這就是資本主義與科技同步的假象：沒有任何力量可以走在資本的利潤導向之前！「知識」成為商品，除了是一種迷障，更是一種資源或技術的壟斷！因此，「智財權」、「專利權」等所有制形式的發展，一方面是價格形式所致，一方面是為了便於資本行使短期技術壟斷以期獲取超額利潤的手段，跟促不促進生產力並不直接相關，甚至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例如，如果有一項新科技或傳統技能，使得使用價值方面質與量的提升，從而提升人類生活品質，但卻無法創造利潤，資本不但不予理會，更會打壓之。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傳統小農和席娃女士（Vandana Shiva）在印度的遭遇，孟山都（Monsanto）之流的農業生技資本竟然以WTO的「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ade Related Asp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ing Trade in Counterfeit Goods，簡稱「TRIPS」），控告千年以來傳統小農的保種行為係侵犯財慧財產權！因為若是小農自行留種保種，來年便毋需再向孟山都一類的公司買種，侵犯到他們的利益。從這個例子可知，Nokia的口號：「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真正的情況是，「資本主義下的科技，始終首先有利於資本和利潤」！
　　因此，從研發勞動的發展可以看到，首先，人類始終在研發；其次，資本主義將研發導向為資本利潤服務。再來就是要透過規模化、儀器化、智財權等法權機制，將研發分化為資本與勞動，死勞動（物化勞動）轉化為資本，而活勞動（研發者）成為僱佣工人。因此從外觀來看，研發成為機器設備的功勞，從而是資本及其代理人的功勞（賈伯斯？），研發工人只是操作！現象與本質的顛倒完成，異化出現，拜物教萬歲！
研發資本化、僱佣化與外包化
　　既然研發有利於資本，那麼，資本如何進行研發？19世紀末以前，科學家往往窩在地下室或閣樓中進行個人式的研發，不論是有關基礎科學（如居里夫人）或工業技術（如貝爾）。在19世紀的小說中，這些科學家的形象或許不太好，往往被描寫成瘋狂的、不知道創造出神還是魔，像雪萊（Mary Shelly）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中描寫的瘋狂科學家。然而到了20世紀，尤其是美國的工業企業，結合了專業實驗室和高端器材，正式將研發納入資本的掌控之下。因而從一開始，這些實驗室的研發方向，便為資本企業的需要所限定，再也不可能製造出不符資本需要的科技產物，基礎研究則讓位給國家機構給養。因此，研發與資本的結合，走向了新的里程碑。研發人員除了少數領域的頂尖科學家，大部分直接或間接受僱於資本，成為僱佣勞動的一環（當然，一般而言，他們的人身自由和工資待遇遠比一般工人為高）。
　　研發成功雖可帶來可觀利潤，但是風險也很高，越是趨於成熟階段的產品，要再利用研發開創新的技術領先就越困難。此外，實驗室及其設備規模越來越大，維持費用也越來越貴，這些都是強調效（cost）率（down）的資本所不樂見的。根據國際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彙編」第23條第2項謂：「自行發展之無形資產，其屬能明確辨認者，如專利權，僅可將申請登記之費用作為專利權成本；研究發展費用，則應作為當期費用。」也就是說，研發完成量產（商品化）以前的所有開銷都需列為費用，意即是資本的「死荷重」（dead weight loss），不但不能生產利潤，還會造成獲利減少！以台積電為例，根據2010年10月28日張忠謀在台積電的法說會公開說明，2010年，台積電資本支出59億美元，其中研發費用就佔了9.45億美元。並且，2011年研發費用和研發資本還更加提高！
動輒以億萬計算的研發費用如何調降？勞動力市場的外包制度提供了靈感。隨著台灣科學教育的普及、科技產品的大量生產和使用、科技系所一直設立、科技業的勞動力訓練費用下降從而導致科技勞動力價值降低，把多數較不具商業機密的研發工作，透過專案申請外包給大學系所，將可大量節省研發費用的資本負擔。各大學系所撰寫研究案，企業或直接給予補助，或共同合作，或間接透過國科會等機構招標、申請，皆可達到節省研發費用的效果。華梵大學機電工程研究所便是如此標榜的！（詳見http://me.hfu.edu.tw/propertys/lab.php?Sn=9）
使用率相對低的研發設備怎麼處理？捐給大學吧！反正這些大學生或研究生在學習時多接觸這些設備，一來可以產生維護效果不致設備放壞（壞了還可以要他賠！），二來他們畢業後可以直接為我所用，完全沒有最後一哩的銜接問題（省下企業本應負擔的職訓費用），三來又可以獲得社會聲望（某企業捐給某大學研究設備），更可以節稅（根據「所得稅法」第十七條和第三十六條規定，這些企業的捐贈行為，不但絲毫不會減少他們的利潤，反而為他們節稅）。像是2011年3月16日，台中大里工業區的龍昌機器股份公司和修平技術學院合作，成立「精密機械人才聯合培育中心」，該公司也捐贈了兩台共價值七百多萬、也是目前最先進的工具機讓師生研究，雙方在未來也會規劃課程，讓學生畢業後能夠立即上軌道，達到無縫接軌的產學合作（詳見www.nownews.com/2011/03/16/11464-2697186.htm）。為此，修平技術學院校長鍾瑞國更強調此舉是產學合作的最佳範例。類此事件在台灣多不勝數，學生甚至是校方往往從個人的角度思考問題，認為是賺到了；但是真正賺到的卻是資本！資本不但不費分文，還可省下許多維護費，並且節稅賺名聲！
國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講到這裡，本文主題中的四個方面（國家、資本、大學、研發），其間的關係已呼之欲出：資本主義的國家首先要為資本服務，故而必須在研發方面儘量以國家或全民資源來幫助資本。稅法方面的捐贈與減免已如上述；基礎科學這一類吃力不討好的事就由國家來做，而一部分工業應用技術需較高階基礎的，也極可能由國家出面研發，技術成熟後再轉給民間資本，例如台灣的工研院。研發替代役更是極為明顯的事：把服役這種「國民應盡的義務」變成「在企業工作，只拿義務性的工資」。在此也不用掉什麼書袋或理論說明國家的階級性──現代國家是資產階級統治的一環，從來不是什麼超越於階級之外的中立事項。
至於大學，西方資產階級人文主義曾經想望大學應該是建立批判和反思的堡壘，促進社會良性發展和知識進步的空間。可是由於歐洲大學的菁英導向，致使功能不彰。除了少數像是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基於法國革命的傳統之外，政治傾向多半趨於保守，二戰之前激進學者皆難以在傳統大學任教，像是著名的英國「共產主義歷史小組」（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史家湯普森（E. P. Thompson）、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等人，儘管學術地位崇高，但難以在劍橋、牛津等傳統名校任教，哪怕像霍氏畢業於劍橋！不過，這些傳統大學基於歷史聲望，也還不願淪為直接為資本服務的機構，故而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
然而冷戰依始，美國大學在冷戰期間大量申請國防部、中情局和國安局補助，提供冷戰和國防需要的有形（武器）無形（政策）研究成果。在武器方面，軍火公司、美國國防部和大學之間的合作無間，麻省理工學院（M. I. T.）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著名的B-2轟炸機便是其「產學合作」的代表作。美國學風的實用主義傾向，一定程度也影響了此一發展。不過無論如何，大學介入企業的研發工作，資本介入了大學的研究與教學，在冷戰期間的美國，的確發揮到淋漓盡致。相較之下，台灣的清華大學與台電之間的核工合作，只是初階。
至於無形的部分就更難以評估了。以中國研究（China study）為例，由於共產中國的建立，造成美國企業在華利益的損失，致使1955年，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率先提供各大學中國研究的基金，歡迎各領域學者投入中國研究，並進一步影響美國對中的外交和戰略政策。中國研究在美國一時成為顯學，為了更加了解中國，還與台灣國民黨當局進行情報和學術交流，並招收台灣留學生到美國進中國研究，今日的政大國關中心，便是此一背景下的產物。不過中國經改及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美國不再需要間接透過台灣了解中國，大批中國留學生或為避秦，或為升官發財，湧進了美國，而美國也同時調整了中國研究的資源分配比例，台灣留學生的獎助大幅縮水，中國學生的獎助則更大幅地增加。
不論是有形或無形方面，國家在其中都扮演著極為吃重的角色。或者扮演資本的總代理，或者扮演硬性或軟性的鎮壓，或者直接出面綜理各項事務。資本與國家實為一體兩面。對資本而言，國家正好似「有事鍾無艷（國家要「輔導」企業），無事夏迎春（國家要去管制尊重市場機制）」！
　　另一方面，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大學，越來越扮演兩種角色，一是勞動力訓練，二是替資本進行研發。當然別忘了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提醒：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其中一個環節，而且是最具欺騙性的。千萬不要以為文史哲社科一類不直接參與資本利潤創造的科系，資本主義會將之淘汰，這些科系最能創造輿論，掩蓋階級矛盾，把貧困、就業和階級問題個人化，為資本主義辯護，設計出煩瑣法律和制度模糊焦點，替著名資本代理人立傳，創造意識型態獎懲系統等，都少不了它們。尤有甚者，中高階的國家公務員，還得從這裡再生產出來。
　　
新自由主義下的知識、教育與研發
19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風潮，先是在英美語系大行其道，1990年代之後到本世紀初，陸續影響歐陸和亞洲。簡而言之，這是一股把國家和資本相互搭配得更加巧妙的風潮：一種兼具民營資本的靈活性和國家機器的強制性的新資本統制。需要非國家角色時，以民間基金會、法人組織或企業的姿態出現；需要集體社會支持時，又以國家的強制性號令人民大眾。
在大學角色方面，或者說，資本如何看待教育和研發這件事情上，產生了性質上的改變。一方面，國家辦理普及性的全民教育，在較前中段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已實施有年，電子化的生產和消費大量而頻繁，所謂的高科技產業中多數生產製程皆已去技術化、裝配化，不需太多高度專業者操作，加上網路的普及，一般性常識、非思辨性／原創性知識皆可在網路中取得，國家與資本不願再花費太多的資源在教育領域中，因為對於資本而言，勞動力訓練既然有大部分可以透過未來的勞動者自我練成，又何必為此多所著墨？想了解天下大事，google就好；想了解抛物線原理和土木結構問題，玩憤怒鳥比研讀牛頓力學和哥白尼天文學來得有實效：資本要的是操作員，不是物理學大師或科學史家！與其花錢辦教育，不如找幾個鬼才設計遊戲，學生自己花錢買遊戲，先賺一筆，學生日後又方便為我所用，再賺一個新鮮的肝，何樂而不為？更重要的是，學生絕對不會了解箇中三昧，反而會樂在其中，越在學習的黃金歲月玩越頭腦簡單的遊戲，越會失去培養批判能力的機會，這是創造順民的最佳方法：「不需要年輕人有判斷力和批判力。只要給他們汽車、摩托車、美麗的明星、刺激的音樂、流行的服飾，以及對同伴的競爭意識就行了。剝奪年輕人的思考力，根植他們服從指導者命令的服從心才是上策。讓他們對批判國家、社會和指導者保持一種動物般的原始憎惡。讓他們堅信那是少數派和異端者的罪惡。讓他們都有同樣的想法。讓他們認為想法和大家不一樣的人就是國家的敵人。」與時俱進，我想希特勒若活在今天，那麼他還會要加上簡單的電子遊戲。不過，儘管時代變遷，有一個重要變數是一定要控制的：要確保這個學校中沒有馬克思主義者！
　　有了這些背景之後，我們再回來看看教育的角色和育經費的歸屬：為何要教育？錢要由誰出？這便是當年「反高學費行動聯盟」一再強調的：
長期以來，政府為了配合企業家在整個國際分工中的需求，所有的教育政策完全以培育企業家適用的勞動力來規劃。在國際競爭中，台灣的勞動生產力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正由於勞動力素質高於其他各國。養成高素質勞動力的必要條件，是完整的教育培訓過程，及伴隨而來龐大的教育費用。企業家卻將此責任轉嫁給學生，反而把支付學費這件事當作學生的義務，使得他們白白享受高素質的勞動力而不費分文。依據使用者付費的原則，企業支付培育勞動力的教育費用十分合理。經費的來源則從企業的利潤中課徵一定比例的稅收，專款專用於教育，如此才能根本解決高學費的問題。（詳見陳永青，〈向企業徵稅 分擔高學費〉，「新世代青年團」，http://youth.ngo.tw/Youth-comment/Youth-comment-20031226-1.htm）
工資不過是勞動力的價值，應當包含工人家庭的食衣住行、基本娛樂休閒、醫療保健、兒女的養、保、教的費用等。可是以台灣目前的生活水準來看，台灣的工資並未足額支付。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下，教育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培養優質的勞動力，讓新的勞動力經由一定的教育訓練過程之後為資本家所用。因此，應該由僱主來支付勞動力養成的教育訓練費用。（詳見林山姆，〈工學鬥陣　反高學費〉，「新世代青年團」，http://mypaper.pchome.com.tw/highfight/post/1237065555）
要資本出錢辦教育，理論上和理想上當然是學費全免。當然，這樣的要求，一定程度上是面對資本業已掌控當前的教育和研發此一事實所提出的反制，因而只是低綱領的要求。如果台灣的階級運動發展到一定程度，下一個階段所提出的訴求必然能更進一步。
如今在成功大學和金門大學所進行的「自主治理」（實為法人化）試辦，或許我們可以從學費問題、學生權益、校務行政擴權等層次，進而了解到更為深層的台灣乃至於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走向。如果任由此一趨勢發展下去，資本將壟斷知識生產和知識變化的走向，未來的無產階級成員則更加單向度發展，那麼要與資本對抗就更困難了！另一方面，「自主治理」實為法人化，在在彰顯兼具民營資本的靈活性和國家機器的強制性的新資本統制，延伸到大學的治理思維中。果若如此而社會卻一無反對聲浪，那麼無怪乎Frank Furedi會感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如今，各領域的知識份子正加速無產階級化，若知識份子未曾體會自身處境，自覺地與無產級站在一起，則必將淪亡！
　　這不會是最後的鬥爭，但還是要團結起來到明天！
不要期待Internationale必然實現，只有在具體議題的鬥爭中創造它！
資本主義國家高等教育學費論述之批判：

馬克思主義的「反學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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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ducate for freedom, then, we have to challenge and 

change the way everyone thinks about pedagogical process”

                                  ~by bell hooks

1、 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Bowles & Gintis(1976)出版《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教育改革與經濟生活的矛盾》(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說明資本主義的國家透過學校教育將學生整合進入資本主義的生產線上，學校變成名副其實的資本主義工廠訓練所，產生學校與工廠連帶關係的符應效果。Slaughter及Leslie（1997）在所出版的《學術資本主義：政治、政策與企業型大學》（Academic Capitalism: Politics, 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一書中，將「學術資本主義」定義為：「因應政府在高等教育資源分配的逐漸下降，研究型大學願意更多與商業界及政府之間締結商業創發結盟關係，其成員則必須更多外部競爭（與市場相關研究密切結合的）應用的、商業的、策略的、目標導向研究、服務的契約，及爭取與工業、政府進行科技轉移的合作，或招募更多願意支付高學費的學生等資金來源。凡此種『高等機構與專業學界對爭取外部資金的市場式策略或類市場（market-like）的努力』即為『學術資本主義』的涵義」（Slaughter& Leslie，1997：7-8）。Derek Bok(2003)研究「學術資本主義」的概念，更在《市場中的大學教育：高等教育商業化？》(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 Plac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一書中具體的剖析美國大學如何從「體育活動」、「科學研究」和「推廣教育」牟利，這種做法對核心學術價值產生何種不利影響。 Bok（2003）認為，大學在資本主義經濟至上誘惑下，積極營利，不斷在基本學術價值上後退，戕害了大學的重要使命。他探討了企業贊助大學研究，卻不斷要求提高研究隱密性的弊端，也討論了由創投資本家參與投資的營利性網際網路公司，企業資助的醫生在職進修班，人體實驗研究牽涉的利益衝突，以及其它值得商榷的大學商業活動。 

受到資本主義全球化經濟再結構所誘發的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國家霸權的壓迫，導致社會兩極化的現象逐漸的加劇(如：M型社會、城鄉差距擴大、社會排除、貧窮女性化、新貧階級等)，這些貧窮的現象都不利於弱勢族群受教機會，這其中可能涉及交錯複雜的階級議題，也逐漸形成教育生態系統中的大黑箱；然而，高等教育學費制度（高學費）對於學生與家長（受薪階級）的負擔更成為具體的壓迫形式。周祝英（2005）在《台灣地區大學生生活費調查研究》指出，公立大學的學雜費為44,477元，一年生活費約為新台幣123,404元，生活費佔每年家庭總收入之16.45%，每年生活費及學雜費平均為167,881元，佔每年家庭總收入之22.38%。私立大學為91,914元，一年生活費約為128,058元，生活費佔每年家庭總收入之19.70%，每年生活費及學雜費平均為219,972元，佔每年家庭總收入之33.84%。由此可知，學生的學費成為家庭支出的主要項目。
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主要先進國家陸續擴張其高等教育的發展，使得高等教育的文憑成為勞動市場中基本的應徵條件。高等教育在實際上非義務教育，但在本質上已經是義務教育化，教育費用的負擔成為各國政府與社運團體角力的重點，而台灣從九0年代開始，學費議題的論述包括：「反高學費」、「課徵企業紅利稅」、「教育公共化」，其共同的訴求就是強化政府對於教育的公共責任。從學費運動的本質提倡低學費或免費的學費制度（公共化），但是，即便是低學費或免費的學費制度在意義上僅能改良資本主義運作的問題，並非能解決資本主義透過學費進行勞動剝削的事實，學費制度的論述應該如何有效的結合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這是本研究的主要關懷。
本研究主要從三個面向進行討論，第一個面向為分析OECD所出版的《教育概覽》（Education at a glance OECD）對於學費議題的理論論述與各國的經驗；第二個面向為討論自由主義經濟學之「個人負擔學費」之論述；第三個面向為左翼如何討論回應學費議題中「成本/效益」(cost/benefit)與「教育回收率」（rate of return）的觀點；第四個面向為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具體的討論與分析大學學費與社會勞動之關係。
2、 OECD教育指標中教育回收率的論述與分析
1992 年起，OECD教育指標系統便列舉了「收入與教育」指標，並自1995 年起之成果領域指標開始探討教育程度與就業機會等之關係，而由指標資訊亦發現教育程度與個人之收入、就業機會等確實呈現正相關。1992 年起各年度指標將「失業與教育」列為指標項目，企圖藉以分析不同教育程度者之失業比率，以便瞭解最佳教育程度因為何者，使政府對教育的投資能取得最大效率。由指標資訊亦發現，教育程度與失業率間呈現負相關。教育是人力投資的重要方式之一，各級教育程度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之價值自為OECD教育指標系統重視的項目之一，並於1995 年起開始重視並加入相關指標。由OECD 各年度有關「教育與收入」的指標資訊可發現教育確實能增進工作所得。透過1997 年的「各種教育階段之內在回收率」指標及1998 年「大學教育回收率」指標，除企圖瞭解教育和收入之關係外，更將教育成本（學費、學生生活費、教材費等）列為評估對象，透過比較個人終身收入以及比較個人完成特定階段教育所需成本，以便更深入瞭解該級教育的回收情形。

一、教育收益的兩種理論取向
OECD的教育指標中，評估經濟收益有兩種取向，第一為財務導向的投資理論，第二為勞動經濟導向的計量經濟學分析。投資理論的基本是貼現率（discount rate），或稱為金錢的時間價值（time-value of money），聚焦於比較成本與報酬的關係。計量經濟取向強調，教育報酬透過收入與教育年限、勞動市場的經驗、社會職位的回歸關係（OECD, 2011；163）。

OECD認為兩個取向的差異是，投資理論比較是具前瞻性的（forward-looking），計量經濟取向嘗試建立教育對於總體收入的貢獻，透過控制影響收入與報酬的因素。投資理論聚焦於投資決定時的誘因，謹慎地避免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OECD, 2011；163）。兩種取向的共同性就是將勞動力當作個人投資的一部分，因此，當個人負擔的費用能夠在勞動力市場得到回收，代表這是一個划算而有效的投資。
二、OECD會員國對於高等教育投資效益的分析
OECD的會員國投資於高等教育的淨公共經濟收益平均值為5.2萬美元，這是投資於其他公共部門經濟的兩倍。但是，仍然有許多國家私人的投資已超過政府的投資，如奧地利、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美國，個人需要投資五萬美元才能獲得高等教育文憑，包括直接和間接成本。後期中等教育的普及化，促使高等教育規模繼續擴大，如：愛爾韓、波蘭、葡萄亞、西班牙、土耳其等國，高等教育的規模從一九九八年的4.5%到目前的7%以上。2007年，一些國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學齡人口三分之一，有些國家佔50%以上。在資本主義利潤率不斷下降危機下，高等教育免收學費或收學費仍得到政府大量補助的國家，教育機會成本的將地能夠增加更多的個人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因為接受教育水平越高，越能增加個人在勞動市場的競爭力。

從目前OECD的高教財政狀況分析，一般皆不會由政府全部承擔，並且各國之間差距較大。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政府只能承擔部分高等教育財政，家庭支付等私人教育投資日益增加。這種由私人負擔的模式將造成阻礙諸多受薪階級學生入學的機會。儘管從2000年以來，OECD的成員會的高等教育資助呈現上升的趨勢，但幾乎四分之三的會員國的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長速度比以往更快。在中小學教育大部分支出都來自政府，九成以上的會員國中小學支出由政府承擔，各國差異不大。但在高等教育支出中，國家之間私人投資差異較大，在丹麥、芬蘭、挪威等北歐國家，私人投資的比例不足5%；而在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以色列等，私人投資佔40%以上；韓國、智利等國家甚至佔75%以上。有19%的OECD會員國高等教育支出主要用於資助學生、家庭與弱勢團體，如：澳大利亞、荷蘭、丹麥、紐西蘭、瑞典、英國、美國、智利，政府對於家庭補助佔政府對於國家高等教育資助的25%以上，補助的形式有：基於家庭收入的補助、所有學生的家庭補貼、學生及家長稅收減免。
3、 高等教育學費由「個人負擔」的論述基礎
Johnstone與Marcucci（2011）指出，高等教育中，經費普遍是由政府與納稅義務人共同分擔。然而，他們發現隨著高等教育成本的增加與政府權能的極小化，高等教育的財務負擔由政府轉移到家庭及學生身上。雖然政府及社會各界提供獎助金與獎學金支付增加的高等教育費用，但學生的財務負擔較以往更為沉重。Bruce Johnstone and Preeti Shroff-Mehta（2000）在Higher Education Finance and Accessibility: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Examination of Tuition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Policies一文中討論將成本負擔轉移給家長和學生的主要理由有三個，其背後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的假定大不相同。

第一個理由是急需增加非政府的投入：大多數國家的公眾和個人對高等教育需求的劇增，因為高等教育被認為是國家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也給個人發展和致富提供了機會。這種需求壓力來源於傳統的大學年齡組人口的劇增，上大學年齡組的人口範圍擴大了，包括了原來被高等教育系統所忽略的成年人；還有中學生畢業率的提高，進而想上大學的人數也增加了。低收入國家尤其感覺到這種需求的壓力，這些國家正努力由「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變，同時他們還想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的過程中更具競爭力。對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長在處於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甚至是接近普及化階段的國家亦可感覺到，因為每個學生一生中平均「消費」的高等教育（至少是後期中等教育）的量在日益增加。

高等教育幾乎在各國，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低收入國家和那些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正遭受嚴峻的、越來越嚴重的緊縮。這種緊縮至少來自三個方面。一方面是需求壓力。第二個方面是學生數量不斷增加，而生均費用居高不下，且仍有可能上漲。高等教育的生均成本的增長速度要快於其它經濟部門的單位成本的增長速度，因為學術界習慣上抵制那種透過增加資本來替代勞動，或透過縮減現有的不太重要的專業和相關勞動力成本的方式來提高效率的措施。第三個嚴重緊縮是能夠得到的公共投入（以納稅人的賦稅為基礎）減少，尤其是在低收入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這種減少，一是因為徵稅越來越困難，二是因為其它方面的公共需求競爭（通常是政治上的壓力）。例如，在中央集權控制經濟的國家，如在解體前的蘇聯和東歐國家，徵稅相對容易一些，在這些國家，其購買力被各級國有生產過程中的流轉稅或其它形式的增值稅而耗盡。國家可以控制國際貿易，也能從中徵稅。私有化和全球化從根本上取消了這些大量的無形的卻容易徵收的稅收，而其它顯而易見的稅種如收入稅、零售稅、財產稅、消費稅等則不受歡迎，徵收成本高又相對易於逃避，從政治外的技術的角度來說，徵收也更為困難。另外，對能徵收到的有限的稅收（或對經濟能夠承受的有限財政赤字而言），高等教育與其它公共需求相比，優先地位更低，如初等及中等教育，公共衛生，住房及公共基礎設施，福利，社會經濟安全保障網絡，以及國內、國際安全等都更為優先。

正是考慮到這些原因還有財政資源競爭的結果，全球各地的高等教育系統及機構都不得不想辦法彌補政府投入的不足，不僅用前面講到的「成本分擔」的辦法，而且透過企業化行為，如開展教師有償社會服務，出售或出租大學設施，積極尋求研究資助或簽訂研究合同，提高從校友、公司及朋友處募集的經費等。因而從學生和家長處收取學費和其它費用就成為大量彌補日益缺乏的公共投入的潛在資源，收取學費有其獨特優勢，它不用同時增加新的開支，也不會讓教師偏離其核心的教學責任，而透過爭取資助或政府契約研究或其它形式的教師企業性活動來補充資源則會如此。對收取學費或學費增長過快的批判是，這種做法有可能將出身於貧困家庭、農村家庭，或其它不利群體家庭學生源排除在大學之外。有人認為，這種弊端可以透過提供普遍的學生貸款（即不依賴家庭信用狀況來發放的貸款）來加以解決，也可以透過用增加的學費收入中的一部分來發放貧困生助學金的辦法加以解決。事實上，成本分擔的支持者可能還會討論，對於公立大學來說，要麼以某種形式補貼公共收入的不足，要麼是讓公立大學的財政緊縮狀況繼續下去，甚至更為惡化。其可能的結果將是招生受到限制，大學經費更加不足，也更破舊不堪。因為有錢人家的子女總是有可供選擇的辦法（或讀私立大學，或出國留學），所以不增加學費的初衷是想保護最不利家庭的學生，結果遭受最大損害的正是那些學生。

第二個基本理由：受益者至少應分擔部分成本。這條原則從以下四點來說明則更生動、更有說服力。第一，所謂「免費高等教育」實際上是由全體公民付費。第二，大部分稅收是透過累退稅(Regressive tax)，主要是銷售稅、營業稅、和不那麼能隱瞞的個人所得稅的形式收上來的。第三，高等教育的受益人多半來自中等、中上、上等收入家庭，若他們必須付費的話，他們是既能夠又願意付部分教學費用的，這樣也說明了高等教育機會的價值，高等教育既對公眾有益又對個人有益。但這些學生和家庭卻可能更願意讓普通納稅人來為他們所得的益處付費。但無論高等教育是有補助的，還是沒有補助的，也就是說無論學費是低，還是很高，都對富裕家庭出身的學生的入學並不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給高等教育很高的補助且不收學費或收很低的學費，就意味著公共財富轉移支付給了中等或中上收入家庭。第四，在某種程度上，因為收學費而將潛在的學生排除在大學之外，那麼，收取部分學費至少從理論上講容易為個人經濟狀況調查下的補助和貸款補貼提供資金，而這種補助和補貼至少從理論上，可以保持和提高入學率。

第三個基本理由是：新自由經濟觀認為，學費作為某種有價值的供不應求的商品的價格，可以將市場優點引入高等教育。第一種優點就是效率更高：繳交學費將會使學生和家長成為更有鑒別力的消費者，使大學更有成本意識。第二種優點就是使生產者更有責任感：用學費、捐贈、助學金來彌補公共投入之不足，將會使大學對個人和社會需求更負責任。對此問題的疑義直接應對著院校中的某些問題，學生被要求花更長的年限、或學習更多的課程、也許兩者兼具，來得到學位，而某些延長的年限不一定必要、某些多學的課程也不一定有用。究其原因，可能考慮學生為課程學分付費、並為上課期間的生活付費，也可能因為畢業即失業、或沒有吸引力的工作市場。德國、荷蘭和美國已利用取消或減少對學業進步不足學生的學生資助的辦法作為回應，美國的一些州還開始對超額學分的課程學習收取較高的州外學生學費。

4、 左翼對於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具體回應
高教政策順應全球資本主義的精神，強調以市場化邏輯為依據，並准許在有限的補助情況下，由各大學自籌運作經費。這樣的發展結果導致不足的教育經費粗糙地以「使用者付費」的名義轉嫁至學生身上，促使學費日漸高漲，不僅增加受教者的負擔，更見其背後隱含著優勢階級的霸權文化。霸權文化藉由社會達爾文主義自然淘汰的作法，使弱勢族群無法獲得充分的高教資源，而得到社會流動的機會，而這些弱勢族群主要以勞動階級的學生為主，並在這場霸權者宣稱「經濟正義」的遊戲戰鬥中更趨劣勢與邊緣化。以下論述由左翼批判之觀點出發，分析並解構資本主義高教學費政策之運作邏輯。
1、 「教育機會」與「教育陷阱」的矛盾邏輯
有別於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機會均等」（the equity of opportunity）之概念，Brown(2006)從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模式提出「機會陷阱」（the opportunity trap）之主張，其指出當成功是依靠進行明星學校與獲得較佳的職業時，在競爭中的社會不平等現象以及位置衝突的強化，而機會陷阱的本質原因不能僅以弱勢團體在競爭中不平等的觀點來解釋，而應該討論當太多競爭者在追求文憑、好的職業與報酬時，卻只有少數人可以成功，關鍵在於必須思考教育在競爭會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機會陷阱已經變成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種明確的特徵，這個問題不只是如何找到好的工作，還有如何維持下去，當越來越多人追求相同的報酬，贏者與輸者之間的不平等逐漸增加時，人們就被迫去贏得位置上的優勢，馬太效應焉然形成。機會代表教育、工作與報酬的分配問題的民主方法，然而，這些看似個人自由的擴張，其實卻限制了多數個人的自由(Brown, 2006)。教育陷阱不僅是一種教育問題，也對教育造成問題，解決之到不僅是改革教育系統，而需要的是社會改革。當學校試著在學生、資源與名聲資本的競爭中追求其自身的優勢時，在教育場域中「學習即投資」的口號其實是虛假的意識和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一種高度的共謀關係(Brown, 2006)。從機會陷阱的觀點就可以間接論證多數的學生的投資必定是失敗的，因為國家社會並無法充分的提供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OECD的教育回收率的指標觀點需要受到嚴厲的批判與挑戰。
二、從學費議題開戰，解構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運作邏輯
『霸權』之概念是由葛蘭西（A. Gramsci）提出，支配力量並非總是有形的武力與強暴，在現代文明社會中也會轉形為形式文明的方式，如：共識；經由贏得被支配者的一致共識，通常這種霸權共識並非鐵板一塊，乃是由不同階層與社會團體的權力競逐而逐漸趨同（Kincheloe & Steinberg, 1997），形式上或許看起來充滿差異，但實質內容卻有一中心性的霸權內涵，或謂意識形態。霸權共識之現代性意義，即是讓社會被統治者與被支配者漸漸相信一套不變的、恆常的與最佳解的社會運作模式，正如賀龍巴赫德所言：「其給予歷史意圖一種自然正當化的任務，並使偶然性顯得不朽，目前這個過程即是中產階級意識型態的過程」（Barthes, 1972）。R.Bocock用以解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運作時，也以「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ideology of consumerism）這種霸權共識說明人們相信金錢與科技的消費是今日生活的必需，而從事薪資勞動、興勤的工作即可獲取報酬用以購買「美好的」、「必須的」財貨與服務（張君玫、黃鵬仁譯，1995）。左翼立場的批判教育學必須讓受教者知道社會權力之運作是如何形塑他們的生活經驗與社會經驗，更基進的批判教育學思索的是進一步抗拒壓迫之方法，左翼教育的核心目標就是「教育政治化」（to make pedagogical political）（Giroux , 1997）。換句話說就是，喚醒階級意識，開始政治鬥爭。                                                                                                                                                                                                                                                                                           

二、「高教私有化與商品化」：政府卸責？私人興學？

十年教改以來，國家藉大量准許設立及升格「私校」之計，企圖混淆大眾視聽，巧妙地移轉1994年『410教改聯盟』廣設「公立」高中大學的要求，1990（79學年度）年大專院校全台才46所，到了2007年（96學年度）已增加近四倍，達到163所，政府宣稱台灣已經大學林立，幾乎供過於求。並以此為由，逃避投入經費設置公立大學之責任，造就了台灣現今大專院校公、私立學生容量3:7的離譜比例。82學年度時，私校學生約僅為公立學校學生人數之1.37倍，至90學年度時，私校學生人數已增為公立學校學生人數的2.46倍。而在這近十年中，公立學校學生人數僅不過增長了61%，相較於私校學生人數則增長了192% （93學年度統計）。除了公立大學院校所佔比例持續下降以外，無論是公立或私立大學，近十年來政府對其教育經費補助皆不斷減少，公立大學於過去由國家支付八成以上之經費，僅一成多之經費係來自學雜費；然而，這幾年下來，政府對公立大學之補助已漸降到四成上下，在經費空缺下，「大學自主」的意思，何時竟從「學術自主、不受干擾」的定義，轉變為了要「自籌財源，四處搶錢」的學店作風！？高等教育的獨立自主性、社會公共性，成了不知民生疾苦的教育部官員夢中神話與清高教育學者的糢糊夢境。

（一）教育進入WTO：邁向「奴役之路」

以2005年調漲3-5%的政治大學為例，該校之學雜費佔年度預算比例已從1997年之13%成長至2005年的28%（之後年度即不再公佈），私立大學的學費佔總經費比率更普遍高達八成左右。拿學費為主要辦學收入來源，已日益甚囂塵上，甚至用「使用者付費」的口號，成為合理化的依據。然而，高等教育學費，真能簡單套用「使用者付費」邏輯思考嗎？

環諸世界各先進國家，以美國為例，根據2002年的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Statistics；簡稱NCES）教育統計摘要指出，美國公立大學平均學雜費收入僅佔歲入的18.5%，私校如Harvard、Stanford等校，學雜費佔總經費的比例也不過16%（NCES, 2002）。其他諸如歐陸大學，更是長期堅持免學費政策，以維護公共高等教育的知識孕育。不禁反問，為什麼台灣的高等教育，公私立平均下來，辦學的經費有50%以上來自於學費？政府的責任去哪裡了？當調漲學費，變成是為了彌補政府對大學減少的補助，依高等教育研究與教學的昂貴性，光靠學費，怎麼可能辦得出好大學？政府就以市場經濟的邏輯，將教育費用轉嫁給學生進行負擔。
而台灣進入WTO之後，許多對外貿易更是全面性的與國際「接軌」，教育部門的做法與思維也剛好（是必然也是偶然的一股內在與外在的集合力量）順應了全球資本主義再結構新自由主義巨浪的全面「市場化」與「去管制化」導向，加速脫離了「人民權力」的框架，正如韋伯早在五十年前寫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一書中的預言（Weber, 1958：180-182；夏鑄九譯，2007）：

對於身外財富的關切，應該宛如輕輕落在聖徒肩上的輕斗蓬，隨時都可以甩掉。然而，命運卻注定這件斗蓬會變成鐵牢籠…今日，宗教禁欲主義的精神…已經逃離了鐵籠。但是，得勝的資本主義由於奠基於機械根基，不再需要這種精神的支持了…沒有人知道未來誰會生活在鐵籠裡，或者在驚人發展的終點，是否會有新預言家崛起，或者是否會有老舊觀念的偉大重生，或者，如果以上皆非，是否會有一種在驟發的妄自尊大潤飾下的機械性麻木呢？在這種文化發展的最後階段，也許真的可以這樣說：「專家沒有靈魂，縱慾者沒有心肝；而空洞無效卻幻想著已經到達前所未有的文明境界」。

2005年12月13日在香港召開了重要的WTO部長級會議，這次部長會議對台灣影響極大，因其中GATS（服務業貿易總協定，由GAT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衍變）的簽訂規範了如教育、電信、金融、水電等「服務業貿易」開放策略。自由、開放、去管制化，是GATS的重要口號，但實際上它宣稱要開放的是誰的自由？它所標榜的自由「貿易」協定，應該叫做自由「投資」協定。以大學教育為例：GATS的「無差別待遇條款」(nondiscrimination clauses)一旦實施，儘管外來私立大學向來都收取學生較高的學費，但是台灣政府仍然需站在「國民待遇」的原則，提供來台設立的私立大學，擁有和本地公立大學同等的補助。教育在跨國企業、學術機構操弄下成為在市場上可供買賣的商品。 
    此外，對外開放的「教育市場」將使原本已存在的不平等現象加劇。外來的、資源豐厚的與強勢的教育供應者打壓本地、小型的學術機構，前者只著眼於當紅且有獲利價值的領域，例如商業、管理等，不願意花大錢在實驗室、圖書館的設置上。教科書的出版市場也是如此，跨國性的出版公司使著作權法更加嚴格，迫使國際市場更為其開放，開發中及中收入國家的當地出版商無力可敵，教育部門資金大量流向國外﹙Altbach, 2002﹚。從左翼的立場來看，此舉造成跨國公司、媒體集團、甚至外來大學成為新的殖民者，昔日在意識形態或政治上的宰制被商業利益取代。GATS幫這些新高教打開了全球市場，想做困獸之鬥的開發中國家必須冒著被逐出世界經濟體系的危險，課程規劃、學術品質的掌控權也遭剝奪。而弱勢學生之主體將更難在正常教育體制之下被召喚，就算能夠召喚出來，也將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置身境外的巨大敵人。

二、高等教育『使用者付費』的神話

    以存在於台灣社會裡一種普遍的說法來看待高等教育發展，常常會得到這樣的一套詮釋方式：「高等教育是投資，一種自己對自己未來的有效投資。」然而，卻很少聽到有人會說：「沒有資本要用什麼投資？」。這其實是一種使用者付費的觀點，把教育看成一種投資工具，投資工具當然可以交換買賣，作為市場的一個商品，沒有能力負擔教育這項商品的經濟較弱勢者，早就已經在現代社會中出了局，成了社會兩極分化M型社會的一邊，或以較高的成本獲取了低品質的教育商品。以「使用者付費」來看待高等教育的人，忽略掉的是目前台灣高等教育的多種與「使用者付費」原則矛盾的現象；另外一個要問的是：在這樣學術與產業脈動緊連相扣的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因為學術所獲得的經濟外部效益是遠遠超過個人，那麼，到底誰是使用者？誰才該為其使用勞動價值埋單？ 

（一）公立院校較私立院校取得成本為低，公校資源卻遠多於私校 

根據『使用者付費』原則，付出多少成本即取得多少收益，然而，仔細檢視台灣公私立大專院校的「貧富差距」，根本和受教者所付出的成本不成比例，私立大學學生一學期所繳交的學費幾乎是公立院校的兩倍（教育部高教司，2006），所受的高教品質卻是公立遠大於私立，而若依照「教育是個人對未來的投資」這一概念，私校學生更是花了幾乎兩倍的成本卻獲得了較少的效益，這對於台灣將近七成的私立大專院校學生來說，豈會被一句簡單的市場邏輯就選擇接受了呢！

（二）「教育是勞動力再生產」，豈可由個人投資？

戰後台灣亮眼的經濟發展，除了於冷戰體系佔據了以美國為首的全球政治經濟的結構性位置之外，另可歸因於台灣較高素質的勞動力，而教育，則是提供給勞動者生產技能與生產意識的手段（在當今的消費社會裡教育更扮演著「消費意識」的提供者），使其能夠成為「好用又聽話」的勞動者（及消費者），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達成資本家的資本積壘，在當今階層化的社會裡，以批判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來看，談教育費用該由誰負擔的問題，就應該是階級的問題。誰使用台灣高素質的勞動力，誰就應該支付費用，這才是「使用者付費」的原則，正當台灣企業主享有高素質勞工以及高度競爭力的同時，就應該負擔作為勞動力再生產的教育成本，台灣的稅制根本不公，七成的稅收皆由受薪階級負擔，若直接放在高教學費議題上，等於是被扒了兩次皮，繳了稅後還要繳持續高漲的學費，而對許多勞工階級家庭與受教者來說，更是要被迫「投資」自己，以換得資本家的『青睞』，從頭到尾，資本家的成本何在？付出何在？「使用者付費」原則喊的震天價響，卻支支嗚嗚的說不出（或不願說出）到底誰是「使用者」！

（三）中產以上階級勞為動階級替「付費」的釐清？

觀察96學年度的台大推薦甄試入學榜單，建中、北一女、師大附中這台北市前三志願高中的錄取人數，就佔了今年台大推薦甄試錄取人數的三分之一，達到427人。而今年大學學科能力基本測驗中，68位滿級分的高中生中就有13位是建中學生，而台北市前三志願高中生也有21人，佔全台灣快三分之一，反觀南投縣全縣最高分者才67級分，台大一年級學生中，更有高達66％是設籍在台北市，台大幾乎成了「區域型大學」（劉源俊，2007），這反映的不僅是城鄉差距的問題，更是階級在教育資源競逐過程中的敗退，從有「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以來，社會中較弱勢的勞動階級更是在全方位的入學戰爭中節節敗退，低收入家庭方面，在今年台大推薦甄試中就只錄取了一位，「多元入學」成了「多錢入學」。三餐可能難顧全的窮學生，別說花錢補習，要應付一般課業可能都很辛苦，加上父母教育程度往往比較低，無力指導課業，讓他們參加甄試更易敗陣（張錦弘，2007）。另一方面，大學「多元入學」更是反映了教授們的階級取向與口味，在資訊時代裡擁有與教授們較相近階級與資訊掌握能力的學生較能吸引教授關注，大學很容易就形成了階級再製的統治工具，以批判教育學的觀點來說，這種高等教育根本無從讓受壓迫者取得「政治啟蒙」，只能說是統治階級的「集團內部教育」而已，就算極少數較弱勢家庭子女得以進入，也很容易的就成為統治階級的新拉攏對象，這時，清高教育學者的象牙塔式高等教育理念，根本就沒有任何形式與實質上的意義了。教育部這幾年慢慢將各大專院校甄選入學占總招生之比率由提高到60％，更突顯了問題的尖銳程度，較弱勢家庭子女進入大學的門檻相對提高了不少。

然而，當大部分較弱勢家庭子女對明星大學（通常也就是公立大學）不得其門而入時，卻仍然必須負擔政府對明星大學的大量補助，公立大學校務基金的學費收入只佔約2成，其他均為政府資金，政府資金來源有七成均來自受薪階級
（也就是廣義的勞動階級）的稅收，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之下，就形成了勞動階級補助中產以上階級。若有更露骨的說法，那必然會是：「受壓迫者／被統治者以其血肉供養著壓迫／統治他們的壓迫者／統治者，以其壓迫／統治能長久持續」。
伍、大學教育與社會勞動的關係：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說
大學教育與社會勞動的關係是直接的，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排除對於勞動價值的分析，僅討論個人是否可以從勞動中得到投資效益，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討論資本主義內部與外部的矛盾，以及資本主義與勞動體制關係。以下將依序從三個面向推論學費制度與勞動剝削之關係：第一，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立場與架構；第二，馬克思主義對於資本主義勞動剝削的論述邏輯；第三，馬克思主義對於高等教育學費議題的分析。
一、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立場與架構
馬克思主義傳統密聚焦於剝削和支配機制的階級分析方法。大多數的社會學家忽視了這種剝削和支配機制; 有些甚至否認剝削和支配機制對階級分析具有相關性。支配，尤其是剝削，揭示了理解階級問題的關鍵。支配是指控制他人行為的能力;剝削是指從被支配者的勞動中獲取經濟利益。因此，所有剝削均包括某種類型的支配，但並非所有支配都包括剝削。關於剝削和支配二者的關係，並非是某個群體透過限制另一個群體獲得某種資源或地位而獲利這種簡單的情形; 此外，剝削/支配性群體能夠為自身利益而控制另外一個群體的勞動（Wright,2009：107）。

剝削和支配是結構化不平等的形式，它需要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間持續主動的合作。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如下圖一所示)：實施社會封閉的權力和法律規則，尤其是生產方式的私人佔有制，在界定社會地位的基本結構方面非常重要。不過，機會囤積的關鍵效應是支配和剝削，不只是市場優勢利益。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階級劃分為擁有和控制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和被雇用來使用這些生產資料的工人。在這個框架內，資本家剝削和支配工人。而這一階級結構中的其他人，則分別透過其與這兩個階級的不同關係而獲得其具體的階級特徵（Wright,2009：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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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exploitation-domination approach to class and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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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Weberian and Marxist approaches alike, pow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oth, the inequalit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connected to the
class structure are sustained by the exercise of power, not simply by
the actions of individuals. The inequalities generated by opportunity
hoarding require power to be used in order to enforce exclusions; the

inequalities connected to exploitation require supervision, monitoring of
labour and sanctions to enforce discipline. In both cases, social struggles





圖一：馬克思主義階級與不平等的剝削支配分析架構
二、馬克思主義對於資本主義勞動剝削的論述邏輯
馬克思把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進一步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和實質。而學費的議題應該要置於資本主義的脈絡中進行討論。並將學費制度與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程度具體的批判，因此，必須從政治經濟學的方面分析剩餘價值的生產，以及剩餘價值率。由於剩餘價值是由可變資本產生的，因此，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程度，即剩餘價值率（M）就表現為剩餘價值（m）與可變資本（v）的比率。即：剩餘價值率（M）＝剩餘價值（m）/可變資本（v）。剩餘價值生產主要有兩種基本方法，即絕對剩餘價值生產和相對剩餘價值生產：

（一）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所謂絕對剩餘價值生產，是指在必要勞動時間不變的條件下，透過絕對延長工作日，使剩餘勞動時間延長，從而增加剩餘價值的生產方法。透過工作日的絕對延長生產的剩餘價值，就叫絕對剩餘價值。但是，工人勞動時間的延長不是毫無界限的。它由一個最低限度：一是生理的界限，即勞動者必須有一部分時間滿足生理上的需要。如吃飯、睡覺、休息、穿衣、盥洗等，否則，就不能恢復勞動體力。二是社會道德的界限，即勞動者必須有一定的時間用來學習文化、撫養子女及參加社會活動等，以滿足精神的和社會的需要。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階段，生產技術以手工勞動為特徵，資本家主要靠延長工作日來提高剝削程度。

（二）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是由於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降低了勞動力的價值。在工作日長度既定的條件下，透過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從而相應地延長剩餘勞動時間，以生產更多的剩餘價值的生產方法。透過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應地改變工作日的兩個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產的剩餘價值，叫做相對剩餘價值。企業由於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使商品個別價值低於社會價值的差額將產生超額剩餘價值。在現實的經濟運行過程中，追求超額剩餘價值是各單個資本主義企業改進生產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直接動機，而各個資本主義企業追求超額剩餘價值的結果，卻是相對剩餘價值的形成，超額剩餘價值的源泉也是工人的剩餘勞動。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是資本積累的必然結果，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趨勢。這是由於，追求更多的剩餘價值的內在動力和競爭的外在壓力，迫使資本家更多地購買先進機器設備，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促使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

三、馬克思主義對於高等教育學費議題的分析

從馬克斯的觀點將所有教育階段教育應該視為勞動過程的一部分，學費的議題應該回到資本主義脈絡中的勞動價值觀點進行討論。從馬克斯所提出的「剩餘價值率公式」而論，若「學習成為勞動者」的費用（即學費）應當作是勞動生產中可變資本的一部分，由個人負擔「學習成為勞動者」的費用，將使得可變資本降低，由於剩餘價值是由可變資本產生的，剩餘價值率將會提高，剝削率也就越高。資本主義為了提高相對剩餘價值，因此，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透過「高素質的勞動力」與「先進的機器」的結合產生超額剩餘價值。若以OECD教育回收率的論點，高素質的勞動力或許可以得到相對較多的勞動薪資，個人也是直接的受益者，但是，個人在資本主義勞動體制中所產生的剩餘價值是相對提高的，也就是說學歷越高，被剝削越嚴重。從另外一個面向，「高素質的勞動力」與「先進的機器」將使得資本的有機構成提高，失業率的提高將成為必然的現象，多數的學生畢業之後將成為剩餘勞動人口。學費若由個人負擔更是直接的壓迫，理由是學校教育成為資本主義篩選高素質勞動力的訓練場，學生競爭的目的在於資本主義的體系中成為有用勞動力，成為資本主義勞動剝削的對象。教育的擴張滿足資本主義的生產與競爭的邏輯關係，學費制度成為剝削的具體手段，故此，個人需要承擔學費的越高，資本主義對於勞動者剝削的程度就越高。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論，學費制度的問題不在於高學費與低學費的制度，而應該積極的廢除學費制度，具體的瓦解資本主義透過學費制度產生的勞動剝削。
陸、結論

學生的學費究竟要繳多少成為不同社運團體與政黨間角力的重點，世界各國的主流論述認為，高等教育並非是義務教育，高等教育的學習費用是昂貴的，而且國民直接的受益者，應該由國民自行負擔（自由經濟學派）；另外一派的觀點主張，提供教育是國家的政治責任，學生僅需負擔低廉的學費（福利經濟學派）。兩者說法都是圍繞在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點，使用者就需要付費的命題。但是，關鍵的問題在於，學生從學校畢業之後，學生究竟是為誰所雇用，答案無非是以企業與國家為主，多數的學生都將成為受薪階級，所以依照使用者付費的觀點，就應該由國家和企業負擔使用學生「學習成為勞動者」（learning to labour）的費用。因此，從自由主義經濟學之觀點而論，使用者付費的觀點在邏輯上是自我矛盾的。

目前台灣高等教育體制中，多數的學生於每學期初向銀行申請貸款，繳交大學期間的學雜費，並透過課餘的時間打工賺取微薄的生活費，畢業之後依據銀行規定，依照利息進行攤還貸款的費用。這個體制的衝突在於，多數的學生是受雇於資本主義國家機器與企業體系的勞動者（受薪階級），學生卻需要透過個體的勞動薪資償還「學習成為勞動者」的費用，這不是非常的矛盾與弔詭嗎！台灣高教學費制度有兩個意涵，一方面鼓勵無資力學生貸款就學，另一方面，鼓勵學生自我或受薪階級家長負擔高教學費（使用者付費）。這就是台灣政府實現公平正義的政治策略嗎！

馬克思主義對於學費議題的主張，從「社會勞動」的觀點就能突破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矛盾。馬派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認為，學生畢業後的勞動不僅是個體的私人勞動，更是一種「社會勞動」。由於社會分工，生產者又是互相聯繫、互相依存的，故此，學生進入生產體系的勞動是社會總勞動的一部分。學生「學習成為勞動者」的費用應該由「社會共同承擔」，因此，學費的議題不應該只是「低學費」，應該主張「免學費」，才能根本性的解構資本主義透過學費制度的剝削。否則，學生畢業之後，透過勞動薪資償還「學習成為勞動者」的費用就是一種變相的勞動剝削，資本家得以撙節大量勞動教育的成本，卻又在勞動體制中給予青年學生低廉的勞動薪資與去保障化的勞動待遇，基本上是二重性的勞動剝削。
高等教育的發展已經資本主義化，學生無庸置疑成為制度下的犧牲者，然而，多數的學費論述未能有效地將教育制度與勞動的關係清楚的連結，特別是資本主義的學校教育與勞動體制的掛勾。當世界各國的教育政策圍繞在解決資本主義的討論時，我們更應該思考教育改革應如何從資本主義的牢籠中解放出來，邁向更理想的社會主義體制，方為國家發展之正確道路。否則，學生永遠將成為資本主義教育體制下的祭品，國家政府將繼續透過制度與政策維持與推動資本主義的運作，而確保資本主義教育制度有效運作的條件就是：以高學費的方式變相壓榨與剝削青年勞動者的相對剩餘價值。難道我們不應該積極對抗資本主義之「非人道」與「自我矛盾」的教育體制嗎？筆者認為，大學學費的議題不應該只停留在討論「繳交多少學費」的問題，而應該是積極地辯論「學費由誰進行負擔」才是符合公平正義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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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透過文獻分析與辯證思考，除探討國家、市場與高等教育的互動關係外，並深入分析學費政策對高等教育發展之影響，從而反思高等教育的功能與定位，並提出建議，以作為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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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literature review and dialectic thinking is performed. In addition to investigat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among country, market and higher education, we also analyze in depth the effect of the tuition poli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Furthermore, the function and positioning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will then be re-thought, and the suggestions will be provided as the reference of futur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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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我國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與變革，一般皆認為必須從黃武雄教授結合社運與政治的力量，於1994年4月10日發起的「410 教育改革運動」所提出的教育改革四大訴求，包括：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及制訂教育基本法開始提起(張建成、卯靜儒，2005)，緊接著於同年大學法修正公布，揭示「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理念，並且在1999年起陸續通過相關政策之立法或實施，包括：「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大學教育政策白皮書」、「多元入學方案」、「五年五百億元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等等(教育部，2009a)，這一系列高等教育的變革，一方面是為了回應社會變遷及人民需要，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滿足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影響下，高等教育市場化及商品化的新型態需求。
    因此高等教育不再只是一個封閉式的教學與學術環境，它必須有效回應外界的期待，它必須配合國家的政策，它必須對外募集資金，它必須與企業合作，它必須接受評鑑，它必須發展教學或研究的卓越計畫，它必須預先規劃「少子化」的因應策略，它必須瞭解全球及中國大陸市場的特性，它必須成為一個變形蟲組織，才可以隨時配合國家及市場的需要。所以，高等教育已不再是那個「論辯民主、高談理想、批判時政」的「知性與實踐交會」的民主場域(Habermas, 1970；金耀基，2003)，它像是一個國家管制下的經濟組織，它更像是一個企業的駐外單位(Webster, 2000;Standish,2005)。但是，問題是，它還像是一所大學嗎？
    近來，學費問題已成為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的重要議題。由於先進國家的高等教育已由菁英化走向大眾化，並朝向普及化邁進，因此為數眾多的大學及學生，已成為各國財政的沉重負擔。於是原本大學免學費的國家，像英國，布萊恩(T. Blair,1953-)首相在1997年上任後採納狄林(R. Dearing,1930-2009)組成的調查委員會所公佈的《學習社會中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in the learning society)報告書中對高等教育收費的建議，因而改變了英國長久以來高等教育免學費的傳統(Ball. 2008:103;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higher education,1997; Webster, 2000)；而向來以免學費政策作為吸引學生就讀的重要手段之一的德國，也在中央與各邦政府的憲法爭議後，自2006年開始，陸續展開收取學費的措施(余曉雯，2008) ；美國則在高等教育學費節節高漲後，歐巴馬(B. Obama,1961-)總統於2012年宣佈競選連任後，提出「降低高等教育成本計劃」，以試圖控制不斷升高的高等教育學費(The White House,2012)。而我國政府向來視高等教育學費為一敏感的政治議題，而近來則因政府及大學校長提出「台灣學費相較於國際偏低」，故應調整以符合社會公平正義之原則。然而此論點一出，也引發各界的熱烈討論(張華卿，2011)。
事實上，學費問題不只是單純的經濟學問題，也是一個為人所熟知的政治學問題，更是一個牽涉到公平正義的社會學問題，也是一個影響到高等教育的定位與走向的問題。故政府決定怎麼樣的學費政策，其實也代表政府對於高等教育的定位與看法。
本文透過文獻分析與辯證思考，除探討國家、市場與高等教育的互動關係外，並深入分析學費政策對高等教育發展之影響，從而反思高等教育的功能與定位，以作為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2、 國家、市場與高等教育的互動關係
一、國家與市場
    國家與市場向來就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的緊密結合在一起，彼此之間具有既合作又競爭的複雜關係。而1990年代，來自英美「新右派」教改理論所融合的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這兩股對立論述，不僅成功襲捲了英語系國家，也將影響力擴及臺灣，於是國家管制與市場開放這兩種相互矛盾的理論，就在教育領域中獲得共存與實現的大好機會 (Ball, 1990;張建成，1998：翁福元，2007)。
    就在「新右派」教改理論的加持之下，國家不僅對人民訴求「國家處於危機中」的強烈論述，更在新保守主義的大力支持下，將國家權力極大化，於是國家掌控了有形的(制度、機構)及無形的(意識型態、民心)工具，以遂行其控制的目的，更進一步藉由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改革，讓市場機制成為左右教育發展的決定因素，國家也趁機隱身於市場之後，以宣揚其「政治中立」的超然地位與角色。
    然而為了有效回應資本主義市場的需求並處理社會民主運動所產生的各種威脅，國家也就「順理成章」地運用不同模式的介入行動，並宣稱是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然後採取一系列的手段來訂定「合理」且「合法」的政策。就在國家與市場的雙重壓迫下，教育不僅淪為國家意識型態的工具，也成為鞏固國家政權與官僚威權主義的重要武器(Torres, 2003)。
二、市場與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是學生從義務教育階段結束後，追求文憑及學位認證的機構，它以研究為主，而主要理由是為了支持更高層次的教學(Webster, 2000)。故在高等教育中教學與研究二者應該是難以切割的一體兩面，大學教師藉由教學可以驗證自己的理論，並透過教學活動中師生互動及回饋汲取研究的靈感或養分；並進一步利用研究來強化自己的理論基礎，並開拓更寬廣的知識領域，讓教學內容更加豐富進而啟迪學生的智慧。
然而在全球性帝國主義所引領的國際化潮流影響下，高等教育被迫轉變成一個「透明」且可以「審計」的開放市場，教學與研究的關係已經變了樣，那種學術殿堂中追求知識的堅持，那種師生之間的真誠互動，又有誰在乎呢？反正口說無憑，一切講求「證據」及「數據」，只在乎「效率」與「效益」(Scott, 1998; Smith, 2005)，就算大學在退場機制下關了門，那也是學生「咎由自取」，誰叫這些「消費者」買錯了「商品」？
從2000年以來臺灣高等教育市場化之步伐邁得既快且急，大專院校總數已經暴增到2008/9年時的162所(教育部，2009b)，總學生數已達1,337,455人(教育部，2009c)，隨之而來的就是政府財政壓力、教育品質問題、大學資源分配與運用、高等教育的定位及提升競爭力的問題。在市場機制下，各大學只好拼命找企業挹注資金，努力追求卓越，汲汲營營以求排名進入世界前幾百大內。然而在「研究」重於一切的大學環境中，在「表現」與「績效」至上的遊戲規則裡，在盲目追求「全球化」與「市場化」的學術商業圈中，大學的「學術容顏」也逐漸變了樣，讓我們捫心自問：這模樣，你(妳)認得嗎(Barnet, 2004)？
三、國家與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在國家政治民主、經濟自由及社會平等各方面的均衡發展，一直扮演著重要且關鍵的角色，尤其在我國向來敬重知識份子的傳統氛圍中，高等教育所培養出來的傑出人才，不僅為政府及民間所重用，同時，他們往往也能發揮過人的智慧與膽識，帶領著國家克服困難與挑戰，以完成每個時代所託付的責任與使命。
    然而，國家卻為了滿足市場的大胃口，不斷端出一道道政策大餐，看似每所大學皆有機會吃到這些菜，實則暗藏玄機，而國家早已設定好「誰輸誰贏」的市場競爭法則，就在國家不斷靠向主流市場的同時，葬送掉的卻是大學對政府的信任與支持，而攜牲掉卻是那些寄望進入大學求取文憑以求階級翻身的弱勢學生(張建成，2002；黃政傑、蔡其蓁，2003)，因為這些學生所就讀的學校，就是在2000年至2006年間配合國家政策所設立、改制及升格的大學校院，然而卻又不得不在短短數年間去思考如何退場的「生死存亡」問題(巫銘昌、曾國鴻、劉威德，2006)。

 所以，我們必須思考的是國家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究竟應該扮演什麼角色？除了以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將大學推向市場，讓大學掉進法人化、籌措財源、追求卓越的泥沼外(楊思偉，2005；蓋浙生，2006)，是否也該負起責任，清楚地告訴我們：高等教育除了「卓越」與「退場」之外，還有沒有更好的選擇與方向？
參、學費政策對高等教育發展之影響
一、國家與市場交會下的產物：高等教育學費政策
(一) 高等教育學費政策之演變
    臺灣高等教育學費政策的重大轉變，時間點應在1996年起，各校所陸陸續續施行的｢國立大學院校校務基金｣，自此以後，政府不再全額補助國立大學校院，而教育部更於1998年起，開始實施「大學校院（技專校院）學雜費彈性方案」，取消學雜費上限標準之規定，並賦予各校收取學雜費的部分自主權(林保源、柯保同，2009)，從此高等教育學費開始走向彈性化與市場化，然而，在政府政策干預、擔心影響招生及考量社會觀感等因素下，從1996年到2010年期間，學雜費實際調整幅度較大的幾年，公立大學院校是在1996年的11.80％、1997年的9.97％、1998年的10.95％、2000年的9.18％，其餘年度的調整幅度大抵落在0％-4.34％之間，另私立大學院校則是1996年的4.07％、1998年的5.48％、2000年的4.72％、2004年的3.27％，其餘年度的調整幅度大抵落在-0.71％-1.18％之間(教育部統計處，2012；楊正誠、陳世佳，2008)。
    教育部宣稱：「台灣學費相較於國際偏低」，然而，根據研究顯示，大學生除了學費以外還有生活費的負擔，在周祝瑛(2006)的研究就發現，以2005年為例，公立大學生一年生活費約為新台幣210,269元；私立大學生一年生活費約為230,507元，而公立大學的學雜費為59,232元，私立大學為108,016元，因此，公立大學生每年生活費及學雜費平均為269,501元；私立大學生每年生活費及學雜費平均為338,523元，這樣的大學費用也佔每個家庭支出中頗高的比例。
    雖然，大學校院開始實施彈性學雜費方案後，看似調整幅度不大，然而從1997年到2006年的10年中，公立大學校院學雜費漲42.7%，私立大學漲14.3%，但是受薪階級工資調幅卻不到8%，大學學雜費調漲速度遠超過平均薪資，對一般家庭確實是一大負擔(李嗣涔，2007)。
    (二) 高等教育學費政策之爭議
    關於高等教育學費政策之論辯，李嗣涔(2007)認為高等教育學費政策之走向，是由公共利益取向、政府補貼的社會責任說，走向個人利益取向、使用者付部分費用的市場機制。而秦夢群(2007)認為世界各國高等教育學費政策有三種，第一種是自由市場模式，以美國市場為例，高社會聲望跟高學費是正相關；第二種是完全英才教育模式，社會聲望與學費有負相關，像以前的日本東京大學；第三種就是政府管制模式，由政府投入經費並且管制學費，學校間仍有聲望高低差別，但與學費高低無關，如英國，而我國即屬於政府管制模式。前述論點，是讓高等教育在國家與市場之間擺盪著，當高等教育靠近國家多一點，就讓國家多負點責任；當高等教育靠近市場近一點，就讓市場機制去操作價格。不過，這也突顯出一個基本立場的問題，究竟國家要採行的是由政府負責的社會主義，還是由市場主導的資本主義？或是二者都想兼顧？
除此之外，Mumper(2001)以教育政策分析的角度，針對高等教育學費與學生就學獎助制度的關係進行討論，提出「低學費/低就學獎助」(low tuition / low aid model)與「高學費/高就學獎助」(high tuition / high aid model)兩種模式。彭森明(2005)就認為國家教育資源主要為高社經家庭子女所享用，因為公立大學院校的學費低、聲望高、資源豐富，但就讀公立大學院校者卻多數是出身高社經家庭的學生，也造成另一種形式的教育機會與資源的不均等，因此經濟能力高的學生要付出較高的學費來幫助補助經濟能力低的學生，以達成社會公平理念。此論點支持的就是「高學費/高就學獎助」模式。李嗣涔也認為台大學生家庭社經地位高，卻負擔較低學費，享受最好待遇，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張錦弘，2008)，教育部也表態支持拉平公私立大學學雜費，讓公私校公平競爭(陳智華、沈育如，2011)，這些論點也都是指向「高學費/高就學獎助」模式。
    由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對於學費政策之論述，跳脫不出「國家」與「人民」二者誰負擔的錢多、誰負擔的錢少的二元論，但是資本主義市場中最大的獲益者：企業，究竟要在國家、市場與高等教育之間扮演什麼角色呢？在國家的促使下，高等教育正全力培養出符合企業需求並具有最新知識與技術的人才(Webster, 2000)，以為企業創造出更多的利潤，那企業是否需要將利潤拿來補貼國家或人民代為墊付的成本呢？而這些疑問，或許可以提供當前臺灣高等教育學費政策尋找二元論爭議以外的可能解決方法的思考點。
二、學費政策對高等教育發展之影響
    當前臺灣的學費政策，看似對高等教育發展的影響不大，然而決定學費如何收取的背後邏輯思考，卻是國家、市場孰重孰輕，高等教育自身扮演的角色為何，企業應盡什麼樣的責任等複雜脈絡。
    從政治學、財政學及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一旦決定國家扛起高等教育發展的責任，並負擔所有學生的學費時，國家必須思索的是如何解決財政問題，還要去拿捏與高等教育之間的互動關係，因為過與不及都是個問題；而一旦決定任由市場機制決定高等教育的價格時，市場機制是否值得人民信任，因為人民付出的成本可能增加，但回收卻不一定等值；又如果國家又想插手，又不想負擔太多成本，就像要「齊一公私立大學學雜費」時，無論是增加公立大學學雜費或降低私立大學學雜費，那國家與市場之間又要維持怎麼樣的關係？
    在圖1中，高等教育在「大國家、小市場」關係中的位置較接近國家，故高等教育與國家的關係較為密切，而人民付出的成本較少；
　  在圖2中，高等教育在「大市場、小國家」關係中的位置較接近市場，故高等教育與市場的關係較為密切，而人民付出的成本較高；
    在圖3中，高等教育在「國家與市場相互拉扯」關係中的位置，高等教育在國家與市場尋求定位，而人民付出的成本高低端視國家與市場角力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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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高等教育在「大國家、小市場」關係中的位置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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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高等教育在「大市場、小國家」關係中的位置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image: image5]
圖3：高等教育在「國家與市場相互拉扯」關係中的位置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除上述觀點外，社會學觀點可以帶領我們進一步從學費政策探討高等教育中階級、性別與種族不平等的問題。因為從高等教育入學階段開始，弱勢階級、性別與種族者即因缺乏通往高等教育之門的文化、經濟及社會資本，而多數就讀學費較貴、聲望較低、資源稀少的私立學校；等到進入學校就讀後，還得到處打工、貸款籌學費及生活費，而且學校的老師對於具此弱勢身份或無法完全投入學業者，還投以異樣眼光；等到好不容易畢業後，就算具有同等文憑卻找不到與優勢階級、性別與種族者等值的工作，更遑論私立學校文憑往往已成為文憑貶值的受害者(Hart & Hubbard,2010)。這種艱難的處境，恐非監察院長王建煊所能理解(廖雅欣、王燕華，2010)：
學生蹺課去打工，是「賤賣人生的黃金時間」，實在「笨死了」… 
    可見，國家只是想著和人民怎麼分攤高等教育成本，卻對於弱勢階級、性別與種族者不公平的入學、學習及就業機會等坐視不管或說是有意或無意的「束手無策」，以致於優勢階級、性別與種族者總是可以藉由高等教育場域進行再製的工作。更何況，當有朝一日實施「高學費/高就學獎助」政策時，原本還有少數就讀公立學校的弱勢者，也得開始繳起高學費，但握有「高就學獎助」審查資格者又是誰呢？答案不揭自明，無怪乎弱勢階級、性別與種族者幾無翻身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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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高等教育再製不平等之結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從圖4可以看到，若只是關注學費的多與少，而未努力去改變結構上的不平等，難道就如同李嗣涔(2007)所言：
      「有錢不一定辦得好大學 但沒錢一定辦不好大學」
    所以，只要有錢，大學就辦得好了？你認為呢？
肆、高等教育定位與功能的再思考
    從前述對於高等教育學費政策的分析，我們可以再度思考高等教育的定位與功能為何。在政府開始調整補助大學校院的經費政策後，資金需求成為各大學校院的當務之急，也造成高等教育定位與功能的快速轉變，一方面要迎合資本主義市場的需求，另一方面還要設法捍衛自身的學術地位，還要全力配合政府的政策以獲得資金的挹注，另外還得幫企業打造「客製化人才」。如果高等教育真是個超級大市場，那到底誰是真正的消費者？是學生？是父母？還是國家？或是高等教育本身？抑或是企業？當然，我們還得問：誰又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呢？
    這些問題的解答，關乎高等教育的定位與功能。由於臺灣的高等教育已走到國家與市場交會而成的十字路口，究竟高等教育要作為政府政策的忠實執行者，或是企業的廉價代工廠？還是市場潮流的追隨著？又或是學術自由的捍衛者？
藉由學費政策，讓我們再度檢視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當學費政策完全走向市場機制，也代表高等教育更加地走向市場化趨勢；當學費政策完全走向國家控制機制，也代表高等教育必須符應國家發展與教育政策目標；就在國家與市場相互角力相互拉扯之際，身為高等教育場域中真正主體的學生，又該如何看待自己的處遇呢？而資本主義市場中最大的贏家：企業，是否也該更積極地負起應盡的社會責任，以協助高等教育的全面發展？ 
然而，我們可能忽略了高等教育可以作為社會公義調節閥的偉大功能，它可以拉近階級、性別與種族的不均等，它可以讓弱勢者藉此得到翻身的機會。因此，高等教育必須在資本主義洪流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與功能。
伍、省思與建議
一、省思
由「學費政策」這個政策節點來看臺灣近年來所推出的一系列高等教育政策可以發現，政策確實會引導各大學的辦學及發展方向，然而手中握有分配資源的權力者，怎可不慎重思考高等教育作為學術殿堂的神聖使命及民主場域的道德任務！因此，主政者對於高等教育發展必須有一套清楚的邏輯思維，才不致於輕易地被市場的引力給拉走，也才不會只是草率地制定要大學「向錢看」的政策，否則一旦因錯誤的政策摧毀了國家培育人才的基石，其所造成的傷害恐怕是花再多的心力與金錢也彌補不回來！
是故我們必須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定位與功能問題，各大學也應成為資本主義洪流中的中流砥柱，在國家與市場之間，不僅作出正確的判斷，也能作出適當的回應。
二、建議
    根據前述結論，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議：
(一) 國家必須審慎思考高等教育的定位以制訂更妥善的學費政策
    國家對於學費政策的立場應跳脫社會觀感的政治考量與節省成本的經濟考量，從促進社會公義的社會責任加以思考，怎麼樣的學費政策可以讓弱勢階級、性別與種族者得到真正適合的教育機會，讓他們在公平的環境中發展。
因為教育是弱勢階層向上流動的工具，政府本來就不應該只是放任市場的優勝劣敗的叢林法則來戕害處於不利地位之學生，為了積極落實教育中的公平與正義，政府應該扮演捍衛弱勢權益的角色，以確保不同階級學生都能享有真正平等的就學、學習與就業權益。
(二) 企業必須善盡社會責任以協助高等教育落實社會公義的理想
    企業必須瞭解在市場法則中所扮演的主要獲利者角色，相對地，也要挹注資金給各大專院校，以補足政府補助不足的資金缺口，並不干涉高等教育的內部運作，讓高等教育可專心辦學，以創造更高的教學品質，也可減輕或免除學生的學費負擔，並培養出更具宏觀視野，更具整全性面向的優秀人才，並協助高等教育落實社會公義的理想，讓弱勢階級、性別與種族者得以按照相對比例進入高等教育及進入企業工作，如此一來，企業既可以運用這些人才，又可以維持良好的社會形象，所以最大的贏家還是企業自己。
(三) 大學必須在國家與市場中作好自我定位並發揮調節閥的功能
    國家與市場這兩種既合作又競爭的力量，正不斷地拉扯著，當國家的力道大過市場，代表著中央集權的傾向；當市場的力道大過國家，則代表著自由經濟的勝利。無論是哪一種力量的獲勝，都不盡然代表著大學必然的趨向。因為大學必須在其中扮演好應有的角色，才不會進退失據、舉措無方。
    事實上，大學要有所為，也要有所不為。「有所為」是對外在環境中的思潮演變、社會需求等作出善意的回應；而「有所不為」則是大學對自己使命的堅持，對學生教學的熱情與執著，對教師專業發展的期許，是不為威脅利誘所改變的。就是這種「有所為」及「有所不為」，才可以讓大學屹立不搖。
    特別是大學具有服務社會的責任，要設法提供機會與資源，讓弱勢階級、性別與種族者依照公平的比例進入就讀，並努力營造無偏見與無歧視的學習環境，也要協助其在畢業後找到同文憑的等值工作。
當大學以維護社會公義為經營之目標，它也將發揮捍衛弱勢權益、促進階級流動，甚至是改變他們命運與未來的調節閥功能。
(四) 學生必須瞭解自身處境並透過公共論辯來表達對政策的意見
    學生是高等教育中的主體，而主體具有批判思考與實踐的行動力，主體不應被客體化，也不該被物化與異化。面對資本主義對高等教育本質的侵蝕，面對國家對市場的自由放任與政治力介入的極端擺盪，面對自己不確定的未來與持續貶值的文憑，我們必須採取行動，透過公共論辯及實際行動，讓當局者瞭解，政策並非只是在國家、市場、人民取得平衡點或不斷地妥協退讓而已，應該以學生為主體去思考政策的真正影響。
就像學費政策，當國家總想著減輕財政負擔，而大學辦學者卻永遠喊著經費不夠，企業老想著怎麼揀選最合適的人才時，那對學生而言呢？學費的高、低或免費，究竟有什麼意義？是代表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嗎？抑或是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幻影？ 
學生們，別再只是默默忍受，發出你(妳)們的怒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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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資本主義學校教育的再思考：教育體制與勞動剝削的關係
（本文發表於立報）
鍾明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盱衡二十一世紀，各國教育發展已經受到資本主義的籠罩，馬克思的預言也逐漸在教育場域中實踐，台灣的教育改革不僅沒有促進公平正義的實踐，更是擴大階級的對立與衝突，勞動力的剝削，筆者將從幾個角度進行批判性的檢視。
法國大革命帶給人類的遺產是自由、平等、博愛，工業革命帶給人類的遺產是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兩個歷史的轉捩點也促成當今教育改革的主軸，各國的學校教育開始教導學生成為一位有批判思考的自由人，也同時告訴學生在經濟生產的體系中，唯有具有競爭力才能夠享受資本主義的甜美果實，促成階級的向上流動；相對地，教育體制的競爭關係中也逐漸產生師生關係與同儕關係的異化。
教育改革與實踐就以自由與競爭的觀點為核心價值，並且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產生重要的連結，學校理所當然地成為資本主義下培養勞動力的訓練所。教育體制所透露的意涵是：只要教育體制越競爭，勞動力的素質就會越高，資本家將可以節省勞動教育的成本，而畢業的學生將直接可以成為工廠中有用的勞動力。從上述的因果關係中可以推論為：教育體制的競爭關係基本上是符應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教育的擴張促成學生受教年限的延長，強化資本主義的體制中勞動力的需求，資本家可以彈性的運用高素質的勞動力，剝削高素質勞動力所產生的剩餘價值，並透過低廉的工資聘僱勞動者，降低官僚對於失業率提高的焦慮。
自由主義的改革者將教育的擴張解釋為受教權為公民基本的人權，而社會效益為公民素質的提升與公民社會的發展，自由主義者卻忽略資本主義的社會已經沒有「國家/公民」的概念，而將以「資本家/生產者」的生產關係進行取代，「公民」（citizenship）的概念成為民主政治的抽象符號。換句話說，教育改革促成與維繫資本主義勞動體制的發展，並造成的民主政治的危機，難道我們應該縱容虛假意識型態的教育政策嗎！
台灣的教育改革充滿資本主義勞動剝削的色彩，「師資培育」、「醫師培育」、「建教合作」、「產學合作」等實習制度，都是透過學校機構提供免費與便宜的勞動力，維持勞動體制的運作。實習制度與其說是成為專業人員前的職前訓練，不如說這是成為專業人員前的勞動剝削，資本主義學校教育體制假「教育與學習」之名，行「剝削與欺騙」之實。政府透過教育體制和資本主義產生共謀關係，彌補生產體制中利潤率逐漸下降的趨勢，勉強維持資本主義的運作，難道這樣的改革是一種體現「人道關懷」與「人性尊嚴」的作為嗎！即將畢業的實習生成為資本主義下的產業後備軍，隨時可以替換被解雇的勞動者，面對勞動體制的剝削僅能默默的承受，毫無抗拒的能動性，這就是教育改革帶給學生的禮物，這就是資本主義教育改革的豐碩成果。
台灣資本主義學校教育的再思考：大學高學費與勞動剝削的關係
鍾明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近日的內閣改組強調的是財經陣容堅強的團隊，將帶領台灣走出歐債風波與經濟不景氣的陰霾，而大學高學費的議題是否能夠得到充分解決，這正是新任教育部長需要正視的經濟問題。高等教育在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中，逐漸以「私有化教育」的概念取代「公共化教育」，受教者（學生）變成是教育場域中的「顧客/消費者」的角色，高等教育成為可以交易買賣的商品。
近年來，政府不斷的投入鉅額的經費給明星大學，鼓勵明星大學進入世界百大的行列；另一方面，在政府預算縮減的情況下，大學又逐年的調高學費，透過成本效益的考量，主張使用者付費，甚至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更高倡調高公立大學學費，達到公私立大學學費齊一化，以實現公平正義。這樣的邏輯符合公平正義的想像嗎？筆者將從不同的觀點進行辯證性的討論。
七0、八0年代以降，台灣在退出聯合國之後，國際地位與外交關係面臨嚴峻的考驗，但是，台灣教育體系卻也創造前所未有的經濟奇蹟，教育體制培養出高素質的勞動力，創造出驚人的GDP產值，成為亞洲的四小龍之一。我們可以說，政府在貧困的年代積極發展教育，透過教育發展經濟制度與民主制度，目的在於展現不屈服的經濟實力與愛國主義，對抗霸權國家的壓迫。九0年代中期，在教改團體的推波助瀾下，高等教育逐漸擴張，台灣成為全世界高等教育密度最高的國家，一方面滿足中產階級受教的權利，另一方面鼓勵私人興學，減緩政府辦學的壓力。教育年限的延長代表的重要意義是，學生必須要負擔更多的學習成本，才能滿足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目的只為畢業之後降低失業的風險，成為可以為企業與國家所用的勞動力。
學生的學費究竟要繳多少成為不同社運團體與政黨間角力的重點，普遍的主流論述認為，高等教育並非是義務教育，高等教育的學習費用是昂貴的，而且國民直接的受益者，應該由國民自行負擔；另外一派的觀點主張，提供教育是國家的政治責任，學生僅需負擔低廉的學費。兩者說法都是圍繞在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點，使用者就需要付費的命題。但是，關鍵的問題在於，學生從學校畢業之後，學生究竟是為誰所雇用，答案無非是企業與國家為主，多數的學生都是受薪階級，所以依照使用者付費的觀點，就應該由國家和企業負擔使用學生「學習成為勞動者」（learning to labour）的費用。因此，從自由主義經濟學之觀點而論，使用者付費的觀點在邏輯上是自我矛盾的。
目前台灣高等教育體制中，多數的學生於每學期初向銀行申請貸款，繳交大學期間的學雜費，並透過課餘的時間打工賺取微薄的生活費，畢業之後依據銀行規定，依照利息進行攤還貸款的費用。這個體制的衝突在於，多數的學生是受雇於資本主義國家機器與企業體系的勞動者（受薪階級），學生卻需要透過個體的勞動薪資償還「學習成為勞動者」的費用，這不是非常的矛盾與弔詭嗎！台灣高教學費制度有兩個意涵，一方面鼓勵無資力學生貸款就學，另一方面，鼓勵學生自我負擔高教學費（使用者付費）。這就是台灣政府實現公平正義的政治策略嗎！
馬克思主義對於學費議題的主張，從「社會勞動」的觀點就能突破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矛盾。馬派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認為，學生畢業後的勞動不僅是個體的私人勞動，更是一種社會勞動。由於社會分工，生產者又是互相聯繫、互相依存的，故此，學生畢業後的勞動是社會總勞動的一部分。學生學習成為勞動者應該由「社會承擔」所有教育階段的費用，因此，學費的議題不應該只是「低學費」，應該主張「免學費」，才能符合實質社會正義的原則。否則，學生透過勞動薪資償還「學習成為勞動者」的費用就是一種變相的勞動剝削，資本家得以節省大量勞動教育的成本，卻又在勞動體制中給予青年學生低廉的勞動薪資，基本上是二重性的勞動剝削。
高等教育的發展已經資本主義化，學生無庸置疑成為制度下的犧牲者，然而，多數的學費論述未能有效地將教育制度與勞動的關係清楚的連結，特別是資本主義的學校教育與勞動體制的掛勾。當社會大眾期待馬政府財經內閣準備創造台灣新一波的「經濟奇蹟」之際，我們更應該思考教育改革應如何從資本主義的牢籠中解放出來，邁向更理想的社會體制，這才是國家發展的正確道路。否則，學生永遠將成為資本主義教育體制下的祭品，國家政府將繼續透過制度與政策維持與推動資本主義的運作，而確保資本主義教育制度有效運作的唯一的條件就是：以高學費的方式變相壓榨與剝削青年勞動者的剩餘價值。難道我們不應該積極對抗資本主義之「非人道」與「自我矛盾」的教育體制嗎？筆者認為，大學學費的議題不應該只停留在討論「繳交多少學費」的問題，而應該是積極地辯論「學費由誰進行負擔」才是符合公平正義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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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通往高等教育之門的文化、經濟及社會資本





缺乏通往高等教育之門的文化、經濟及社會資本





就讀公立大學院校：學費低、聲望高、資源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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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私立大學院校：學費高、聲望低、資源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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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水高、聲望高之工作





多數為優勢者





多數為弱勢者





薪水低、聲望低之工作








� 劃分階級也是一種權力展現，本文當然以現代社會上較為人所熟之的名詞使用，然而，還是需要提出階級的劃分背後的權力過程。另外一點是：刻畫受薪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名詞差異其實是對階級做出分化，如同白領與藍領的分化，皆需要放在當下的社會脈絡與歷史時勢中才能掌握其意義。若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不論是藍領階級或白領階級就是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勞工階級，受雇於資本主義體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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